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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的感知是片面的，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我们的记忆是不可靠的。然而，我们都有一个严密的“世界观”。这要归功于我们的大脑，它通过设置各种机制技巧，使我们能够理解并分享这复杂多元的世界。

大脑是知识的家园，它以推测的方式进行工作。由此可见，我们对事物和世界的认识始终是相对的。大脑为每件事创建心理模型：友谊、爱情、工作理念、政治观点……通常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大脑会给我们讲故事，以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此外，大脑可以重建童年记忆。它指引我们为潜在的危险做好准备，这样一旦危险真的发生，我们就可以保全自己。大脑会让我们认为面前的一摊蜡是一根融化的蜡烛……视觉错觉或魔术技巧可以轻易地欺骗我们，使我们掉入虚假信息或认知错觉的陷阱。在通往大脑中枢的旅程中，我们将研究这个既神秘又非凡的器官的机制和运作方式，以发现它何时、为何以及如何欺骗我们。



提示

认知科学是一个相对较新却发展迅速的领域，尤其是当我们研究像人脑这样复杂的器官时，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定程度的推测和错误。本书中，我们将遵循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一个原则——虚假的相对性。与流行的看法相反，真理和谬误很少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此，我们将尽可能为您提供目前最可靠的理论模型，以便您更好地了解大脑，更好地理解自己。



第一部分　人们如何看



1　我们真的是用眼睛看世界吗？

像所有经常旅行的人一样，

我看到的比我记忆中的要多，我记得的又比我看到的更多。

本杰明·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

英国政治家

我们倾向于认为，用眼睛看世界和用耳朵听世界很正常，毕竟我们的感知首先来自于我们的感官。然而，归根结底，我们是用大脑来理解世界的。

五官和大脑协同工作，人类才能感知世界。事实上，我们的眼睛、耳朵、舌头和皮肤都是接收器，它们会把外界传给我们的信号（光学的，声学的，嗅觉的……）转化为电信号。这些电信号经过我们的大脑处理、过滤，让我们得以在精神上重建世界。

大脑在面对世界的模糊性时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视错觉。这个术语暗示欺骗我们的正是我们的眼睛，而我们的大脑往往是视错觉的受害者。

请看这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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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直觉你认为黑色人影是正面还是背面？他位于你的上方还是下方？你犹豫了。

现在请看下图（a），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图中的人是正面站立的，他斜靠在栏杆上，位于你的上方。现在你脑海中有了这张图，请回看原始图片。你将会根据图（a）展示给你的场景来解读它——黑色人影正俯瞰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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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们来看图（b）。看几秒钟，然后回到原始图片，就像你对图（a）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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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图片中的黑色人影现在是背面，位于你的下方。

现在把这三张图片排列在一起：

看看图（a），再看看图（b），你就可以随意改变对原始图片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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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你只关注原始图片，因为你知道这张图片有两个版本，所以能轻松地转换视角，人影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背面的，可以位于你的上方，也可以位于你的下方，你不再需要看图（a）和图（b）了。

让我们深入到这个错觉的细节，以充分理解这个图像是如何影响大脑的。原始图片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包含了多种可能性。在这个例子中，原始图片有两个稳定的版本，即图（a）和图（b），所以我们说原始图片是双稳态图像。

初次面对原始图片时，我们的大脑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减少模糊性，而只能以单一的方式来解读它。但如果你盯着原始图片的某一版本看几秒钟，即图（a）或图（b），你的大脑中将产生一个视觉先验，当你再次看双稳态图像时，你就会觉得图片没那么模糊了，并能在黑色人影中看到正面（图a先验），或背面（图b先验）。

大脑需要以一种连贯且稳定的方式来解释外界的信息以减少其模糊性。如果我们看到的是模糊的图像（双稳态或多稳态），它让我们感到不确定时，大脑就会在现有的版本中做出选择。

想象一下，你和朋友一起看第一张双稳态图像，你们都没有看过这张图片的两个稳定版本。你们两个人会用自己的方式减少模糊性。人影在你看来是正面，而在你朋友看来是背面。实际上你们看的是同一张图片，却是两个不同的版本。如果你们一起讨论，就会因为意见相左而难以达成一致。你们都深信自己看到的才是真实的画面，无法看到对方看到的东西。

2015年，因双稳态图像导致视错觉的一个事件成为社交媒体的头条新闻，人们不禁心生疑惑：我们是否真的拥有同一个世界？一名网友上传了一张蕾丝花边的连衣裙照片，并评论道：“朋友们，帮帮我，这条裙子是金色和白色相间的，还是蓝色和黑色相间的？我和我的朋友们意见不一致，这让我们很恼火。”结果，这张照片在互联网上疯传，全世界都在为这条裙子的颜色争论不休！如果你当时参与了这场辩论，你可能会认为看到不同颜色的人是看错了。但现在你明白了，没有孰对孰错之分，大脑不过是选择了双稳态图像中的某个版本，以此来减少模糊性。

我们从这两个视错觉的例子中学到：人类倾向于盲目地相信自己的感知，以至于认为这是所有人共有的。

大脑在过滤、处理和解释来自外界的信息时，会构建一个整体的世界观，并不断地在潜移默化中对世界的运行方式做出假设。它不停地减少模糊性——不仅如上述两例所示，以期为我们呈现一个严密又稳定的现实。

我们的视野中有一个“盲点”，也就是视神经从视网膜出来进入大脑的位置。与视网膜的其余部位不同，该盲点不包含光受体。我们可以假设我们的视野中有一个“洞”，在那里，光线不被视网膜所接收。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视野是完整的，因为我们有两只眼睛可以互补。但如果我们只有一只眼睛，或者闭上一只眼睛，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闭上左眼，用你的右眼看下图中的十字符号，保持你的脸在页面的中心，逐渐将你的脸靠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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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页面距离你的眼睛大约25厘米时，十字符号右边的黑点突然消失了。这是因为此时黑点正好在视网膜的盲点上，大脑产生了错觉，认为那里的页面是空白的。

你可以使用下面这张图做同样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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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黑点落在你的盲点上，灰色条形图对你来说就像是连续不断的。你的大脑在黑点之前和黑点之后看到的都是灰色条形图，于是同样的灰色条形图填满了空白。

魔术教给了我们什么

魔术之所以能够迷惑大众，是因为它利用了大脑的机制，尤其是我们刚发现的一个机制——减少模糊性。

以硬币魔术为例，魔术师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夹住一枚硬币，慢慢地把它放在左手掌心，继而握拳对准你，让你在上面吹气。然后他夸张地张开手，硬币竟然不见了！魔术师并没有就此罢休。随后，他巧妙地让硬币重新出现在你的耳朵后面或口袋中。

事实上，硬币从未放在魔术师的左手中。他表演的就是所谓的“手心藏物”（法语为“palming”，源自英语“palm”，意为掌心）：硬币好像被放在了左手中，实际上却在右手中。这一切都进行得非常缓慢，因为魔术师想要欺骗的不是眼睛，而是大脑对物体运动做出的逻辑判断。人们相信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认为自己看到了硬币被魔术师从一只手传到了另一只手，所以不明白硬币是如何在自己耳朵后面出现的。对人们来说，逻辑链中断了，一些不真实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魔术”。

从我们醒来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大脑就会花时间对现实进行假设、解释，并忙着填补空白。它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这样运作了，而且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无论房间里的光线如何变化，我们吃饭的桌子都保持不变。同样，如果我们把一个物体放在特定的位置，依据能量守恒定律，我们认为它不会移动。正是由于对现实的不断解释和重组，现实看起来是如此真实，物体似乎是固定不动的。这就是我们会被硬币魔术所愚弄的真相。

魔术师们想知道是什么心理机制让观众被魔术给欺骗了，于是他们与神经科学家合作。例如，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魔术师之一——泰勒（Teller），他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魔术和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之间的联系。泰勒表演了一个著名的魔术——杯子和球：在观众面前有三个杯子和一些球，魔术师让球“消失”，或者“像变戏法一样”把球从一个杯子里移到另一个杯子里。

泰勒说，有一天，在他走上舞台之前，他发现杯子和球被忘在家里了。他不得不使用更衣室里的东西：透明的杯子和用纸巾做成的球。他担心观众会立即发现魔术的运作方式，但实际上观众看起来比平时更加惊讶。他在接受《连线》（Wire）杂志采访时表示：“所有的观众都能看到我在做什么，但他们的大脑却无法理解。”

有一句名言“我们看到的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是我们自己。”今天，认知科学的研究证实了这一深刻的真相：世界不断地向我们发送大量的信号，我们通过选择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来减少模糊性。因此，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渐渐地在心理、文化和社会层面塑造了我们。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一直看到我们想看到的东西，换句话说，没有什么是真正存在的，我们可以通过想象在脑中自由地塑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现实。例如，前文中提到的视错觉，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看到的剪影是人物的正面还是背面，但我们无法将这个剪影看成一棵树或一根香蕉。这些事物是现实存在的，并且是不可触知的，我们的大脑却因为感知不到它而无法解释它。

填补空白

接收信号的模糊性总是使我们处于一种不确定的尴尬境地。因此，如果我们的感知中缺少一些东西来摆脱模糊性，我们的大脑就会想要填补这一空白。笛卡儿（Descartes）在他的著作《第一哲学沉思集》（Méditations métaphysiques）的第二篇中写道：“可是我从窗口看见了什么呢？无非是一些帽子和大衣，而帽子和大衣遮盖下的可能是一些幽灵或者是一些伪装的人，只用弹簧才能移动。不过我判断这是一些真实的人，这样，单凭我心理的判断能力就能了解这是由我眼睛看见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帽子和大衣下的人，但大脑能还原他们。早在认知科学发展之前，笛卡儿就意识到我们的大脑能“填补空白”。

还有另一个关于大脑“填补空白”的有趣例子。你如何阅读“C'35t cmmoe ca qu3 v0u5 3t2s enrtian de l1r3 c3tt3 l1gn3.”这句话？你可能会读成：“C'est comme ça que vous êtes en train de lire cette ligne.”（这就是你读这一行句子的方式。）你的大脑刚刚创造了这句话的意思，而实际上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你的大脑将表面上混乱的字母重新排列，并选择了偏向于此的解释，而不是严格遵守实际所写的内容。这是了解我们大脑工作方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大脑喜欢给一组字母赋予意义，推而广之，给事物和世界赋予意义，而不是停留在模糊中！

***

我们的大脑不断地对现实提供的无数模糊信息进行过滤，解释世界并重新创造现实，而这往往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大多数情况下这都非常有用，甚至至关重要，但它也可能导致错误的发生，这对我们很不利。

我们需要弄清楚大脑是如何欺骗我们的。



2　大脑是如何给我们讲故事的？

我们每个人都在脑海中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每时每刻，一直如此。

这个故事造就了你。

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塑造了自己。

帕特里克·罗斯福斯

Patrick Rothfuss

美国作家


当盲人认为他们看到了

大脑通过重新创造世界，使我们能够和环境和谐共处。为了做到这一点，它有时需要编造一些东西。在患有某些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身上，这种编造能力被发挥到极致，它被称为“虚构症”。

安东（Anton）综合征，也被称为视觉失认症，它揭示了大脑如何发挥编造能力。到目前为止，它虽只记录了28个病例，但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视觉失认症是一种影响患者视力的神经认知障碍。失明发生在患者的大脑皮层，而不是视网膜。视网膜虽吸收光线，但大脑无法将这些刺激转化为图像。患者“脑盲”，但他绝对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事物都是真实的。

2007年曾有过一个6岁儿童失去阅读能力、摸不到物体、经常摔倒的病例。父母随后给他做了视力测试：孩子在1米的距离内无法看到最大的字母，视力低于0.1，即完全失明。但他说他的视力绝对没有问题。当被问及为什么他会撞墙或摸不到身边的东西时，他编造了一个理由：“不，我没有撞到东西。”或者说：“这是个游戏。”

值得注意的是，视觉失认症的患者不是故意说谎，而是他的大脑编造理由以至于他认为自己的视力是正常的。

大脑、词曲作者和传话人

大脑由两个半球（左、右半球）组成，它们通过一种叫作胼胝体的结构连接在一起。

最近，胼胝体切除术还被用于治疗癫痫患者。这种外科手术能部分或完全切断胼胝体，以断开大脑左半球与右半球的连接。这种手术是从20世纪50年代神经心理学家和神经生理学家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的研究成果中发展起来的。通过切断猴子的胼胝体，科学家发现它的整体行为几乎没有受到明显影响。

与流行的观点相反，我们没有创造性的左脑和分析性的右脑，也没有艺术的左脑和数学的右脑。有些功能是单侧性的，位于其中一个半球，但大多数功能是双侧性的，在两个半球中都存在。正因为如此，在人类和猴子身上，胼胝体切除术并不会对大脑功能产生太大影响。

语言功能在大脑中是单侧性的，通常位于左半球（也有位于右半球的情况）。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和斯佩里曾合作研究我们是否有可能只与大脑的一个半球进行交流，而另一半却不知情。做这项研究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左眼接收到的信息是在大脑右半球处理的，反之亦然。

加扎尼加要求两名胼胝体切除术患者遮住左眼，只用右眼看图片（右眼与大脑左半球相连，语言功能通常位于左半球），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说出自己看到了什么。加扎尼加然后让他们遮住右眼，只用左眼看一张新图片（左眼与大脑右半球相连，语言功能不在右半球），患者无法说出看到了什么。加扎尼加请他们画这张图片，虽然他们无法用语言表达所看到的，但他们能够画出来！

加扎尼加更进一步，制订了一个新的实验方案。与之前的实验一样，他在屏幕上向一位左眼被遮住的胼胝体切除术患者展示图片。在给他看了第一张鸡腿的图片后，加扎尼加让他从几张图片中选择与他刚刚看到的最相符的一张。患者指向一张母鸡的图片。加扎尼加问他为什么选择母鸡，他立刻回答说：“因为这张图片代表了一只鸡腿。”重复这个实验，这次患者遮住了右眼，屏幕上不再显示一只鸡腿，而是一座白雪覆盖的房子。在随后呈现的图片中，病人正确地指向一把雪铲。但是当他解释自己的选择时，事情就变得复杂了。他既没有回答“因为我刚刚看到了一座雪屋”，也没有说他不知道，他说：“嗯，嗯……铲子是用来清理鸡舍的！”

这是一个极端虚构症的例子：胼胝体切除术的患者为了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会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编造一个理由。

为了减少世界的模糊性，创造一个稳定又严密的世界，大脑在解释现实时，有时甚至编造荒谬的故事。大脑在重建当前的世界时一直扮演着积极的角色。那么如果这种编造能力延伸到我们的记忆中又会如何呢？

重建记忆

记忆在塑造我们的情感、信仰和信念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大脑不像照相机那样客观地记录和存储我们的记忆，却重建了记忆。

试着想象你上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的情景。首先要注意的是，你的大脑无法存储所有乘客的信息：他们的确切数量、年龄、衣着……然而，你也无法想象一辆空荡荡的公共汽车或火车里坐着一些没有外形和面孔的幽灵乘客。请尝试更准确地记住这些乘客的特征。除非你当时被某个特定的细节所吸引，否则你在脑海中看到的大多数人和他们的衣着完全是由你的大脑重新创造出来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大脑使用了它认为的普通乘客的标准外表或着装风格。我们的大脑从头开始创造记忆，使我们的记忆具有真实的质感，保持了一个稳定又严密的世界。那么，我们的记忆在多大程度上是可塑的，什么时候这种可塑性会被证明是有害的？

在美国，目击证人可以通过提供记忆作为唯一的“证据”，来推翻审判结果。因为证人的记忆有误，无辜的人被监禁或被判处死刑。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是记忆研究领域最受认可的专家之一，她的工作动摇了目击证人的证据基础，改变了美国的法律。

洛夫特斯想知道我们的记忆有多可靠，是否有可能操纵记忆，或者可以有意地引导它们。1974年，她和约翰·C.帕尔默（John C.Palmer）一起进行了一项重建事故记忆的实验。他们向150名学生展示了一场交通事故的视频。

一周后，他们再次召集这150名学生，把他们分为两组，并询问：“汽车撞到墙上了，它的窗户是否在撞击中被打碎？”在向第一组学生提问时，两位研究人员使用了“粉碎（smash）”一词，这个词带有猛烈撞击的含义。在第二组中，他们使用“撞击（hit）”一词，这个词表示冲击力较小。

在学生们观看的视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辆车的车窗没有在事故中被撞碎。然而，第一组中绝大多数学生说，汽车的窗户在撞击时被打碎了。至于第二组，情况正好相反。

通过改变问题中的一个词，洛夫特斯和帕尔默成功地改变了参与者对事故的记忆。在这个实验之后，洛夫特斯对她所说的“虚假信息效应”下了定义：由于事后受到信息的干扰，记忆失去了其准确性和可靠性。

与法国不同，在美国的电视剧或电影中，我们经常看到“列队辨认”的场景，即当一个人遇袭时，警察让外形相似的数人排成队列，受害者在其中指认罪犯。洛夫特斯注意到，受害者几乎总能选出一个人……即使罪犯不在队列中！事实上，通过暗示罪犯就在面前的队列中，受害者的记忆已经被篡改了。

洛夫特斯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律师和法学家们于1992年在纽约市发起了“无罪计划”。在随后的25年里，无罪计划使用DNA测试作为无罪的证明，已经推翻了近75%的判决，这些判决都是根据队列辨认或目击者证词做出的。柯克·奥多姆（Kirk Odom）在入狱22年后被判无罪，他曾不幸被一名受害者指认犯有绑架和强奸罪。

洛夫特斯想知道是否有一种方法可以在我们的记忆中植入虚假记忆。她研究了所谓的“被压抑的童年记忆”，这些记忆在人们成年后出现，通常在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过程中出现。

洛夫特斯召集了一群从未经历过童年遗弃创伤的人。通过使用类似于之前车祸实验的暗示技巧，她成功地说服了25%的人，让他们相信自己小时候在商场迷路了。在很多情况下，参与者甚至在他们的故事中围绕着从未发生过的创伤记忆编造细节。

这些暗示技巧有时被恶意地使用。2017年，44岁的理疗师玛丽-凯瑟琳·帕纳卡姆（Marie-Catherine Phanekham）被判处一年监禁和2万欧元的罚款，因为她将强奸、乱伦或暴力的虚假记忆植入了患者的童年记忆中，敛取患者大量财物。该方法的目的是让他们通过长期且昂贵的治疗来克服创伤记忆——尽管这些创伤记忆是虚假的，但在患者的心里已经变得非常真实。帕纳卡姆利用这些暗示技巧虐待她的病人并从中获利。

“煤气灯效应”是另一种通过操纵记忆造成认知偏见的方法。通过对某些事实断章取义，修改最初记忆的某些内容，让受害者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编造出来的，自己正在丧失理智，继而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或心理健康。这种形式的精神虐待可以有多种方式。例如，在工作中老板对员工大加斥责，通过精神骚扰致其崩溃。但几天后老板又用开玩笑的语气谈论此事，告诉员工这没什么，不要当真。员工会因此迷失方向，怀疑自己对这件事的记忆，从而继续害怕老板但又不敢去投诉他。

2010年，脸书（Facebook）上成立了一个叫“LOL联盟”的群组，几乎完全由男性组成。群组成员“为了好玩”在网上骚扰记者和女权主义者。然而，这并非无害的儿戏，他们将一些记者的面孔照片嫁接到色情图片中，用充满仇恨的信息骚扰这些记者。群组成员为自己辩解道：“这是个玩笑，我们还年轻。”记者露西尔·贝兰（Lucille Bellan）在《石板》（Slate）一书中讲述了她遭受的骚扰，并谈到当时她开始怀疑自己，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她说：“很难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尤其是在一切都可以被玩笑所掩盖的情况下。在糟糕的日子里，我不断地质疑自己可能理解错了，可能稿子写得不好，然后开始自我怀疑。”

记忆可以是一种有价值的工具，尤其是对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来说，但使用它时必须极其谨慎，否则在无意中，记忆就被篡改了。

我们并不总是记得我们所做的选择，但我们为其辩护

当我们做出决定时，我们认为大脑是这样运作的：在我面前有几个选项→我在思考现实情况→我做出决定并可以冷静地证明它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大脑真的是这样运作的吗？

彼得·约翰逊（Petter Johansson）和他的团队制订了如下的实验方案：实验者向路人展示了两名女性的照片——一名黑发女子和一名金发女子（她们的头发扎着，但可以辨认出头发的颜色），并让路人选择他们认为最漂亮的一张。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实验者将这两张照片互换，然后展示他们并未选择的那张照片。实验者让他们解释自己的选择——事实上那并不是他们最初选择的照片。有74%的参与者没有注意到照片被调换，并认真解释他们之所以认为这张照片更漂亮，是因为甜美的微笑，好看的下巴，等等。

大脑这种事后辩解的能力，被约翰逊和他的团队称为“选择性失明”。

这个实验的结果在认知科学研究领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些研究人员质疑其实验条件并怀疑有外部因素影响了实验结果。

但从那以后，“选择性失明”被引入一些实验方案中，科学文献中有大量的例子表明大脑的事后辩解能力有多强。

2010年，美国研究人员拉尔斯·霍尔（Lars Hall）进行了另一项关于选择性失明的实验。在美国一个小镇的超市里，霍尔和他的团队设立了一个卖特产的摊位。他们伪装成售货员，向顾客展示两种不同的果酱和茶叶，并建议顾客就他们喜欢的果酱和茶叶发表意见。这两种果酱有明显而独特的味道：一种是苹果和肉桂的，另一种是柑橘的。罐子是有机关的，它可以从两边打开，每一边都有不同的香味。

一旦顾客品尝了不同的果酱，喝了不同的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实验者就会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转动罐子，让他再次品尝果酱并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只有三分之一的参与者察觉到口味的变化。其他参与者都在为他们的选择辩护，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鼓吹自己没有选择的果酱！当他们被告知罐子被转动的事实，且知道了实验的目的时，他们的反应各异：有人表示惊讶，有人觉得难以置信。

***

我们不是聪明的生物，我们的大脑经常欺骗我们，有时会让我们犯错。如果我们错了，那是因为我们通过推测来构建世界。但推测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是我们推理和预测能力的核心，也是我们大多数思维和行动反应的核心。



3　为什么我们经常处于推测状态？

（⺍）

这不是一个错误，而是一个推测符号，

我会向你解释的！

在一个周六的晚上，你和朋友在一起讨论是吃寿司还是吃披萨，大家犹豫不决。有人提议通过抛硬币来决定。如果当时有人问你硬币落下来为正面和反面的概率分别是多少，你会正确地回答是1/2。

现在想象一下，在这个游戏中，你被要求连续抛100次硬币，并记录每次硬币落地的结果和下一次抛硬币正面或反面的概率。你知道，概率是固定的，无论抛多少次，概率始终是1/2。

第一次硬币落下来是反面，然后第二次，第三次……硬币落下来都是反面。这个结果很让人惊讶，但你认为这是偶然的结果。你仍然认为硬币落下来为正面和反面的概率是1/2。

再想象一下，你已经抛五十次了，硬币落下来次次都是反面。你下一次抛硬币时，硬币落下来是反面的概率仍然是一半吗？是的，因为就像我们上面说的，概率是固定的。但对你来说，重新调整你的思维模式以适应强加给你的现实是不是更合理些？比如，你怀疑游戏被操纵了。你很难相信你正在见证一场统计学上的奇迹。

大脑建立心理模型并在事件发生时逐步完善，这种预测能力被称为推理能力。它是根据我们的知识和对世界的观察来对未来进行预测的能力。每种情况下，我们选择自认为是最佳的策略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推测，或者说在跨年夜叫出租车的艺术

想象一下，你在找一辆出租车。立即找到的可能性取决于几个因素：区域、时间、日期、天气、交通状况。如果遇到跨年夜或音乐晚会，“当晚大家都出门”这一因素可能比上面提到的所有其他因素都更重要，这使得找到一辆出租车几乎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如果你曾经历过这种情况，你就能预见到出租车短缺的情况，并找到另一种回家的方式——乘坐地铁，因为你知道它整夜开放，或者你会让开车来的朋友送你回家。你已经结合先前的经验更新了“找出租车”的模型，这让你能更大概率地解决难题。

未来是不可预测的，它只是一种推测形式。它虽然不是100%可靠，但对我们来说是可行且必要的。许多科学研究就是根据这一原理工作的：气象学根据卫星云图和往年观测数据来预测天气。肿瘤学会评估患者患癌的风险，例如，鼓励女性从40岁开始每两年做一次乳房X光检查，以筛查出早期乳腺癌并能够尽快治疗，因为统计数据显示40岁以后的女性更容易患乳腺癌。

握手

我们的每一个日常行动都需要即刻做出无意识的决定。爬楼梯、鼓掌、敲钉子……所有这些行为都涉及做决定（先抬右腿然后抬左腿，双手合拢重复拍击发出啪啪声，举起锤子并敲击食指和拇指之间的钉子……）。让我们仔细看看握手的情况，因为这涉及你要考虑其他人的动作。想象一下你去参加一场求职面试。人力资源经理伸出手欢迎你，你也伸出手来。你自动握了握他的手，而不用考虑你手臂的确切角度或施加在对方手上的压力。你的大脑已经习惯了“握手”的动作，因为以前已做过数百次了。但是我们也知道，没有两次完全相同的握手，因为动作背后有太多的细节。尽管如此，它每次都能奏效。我们称之为启发式方法，这种方法是基于真实情况作出的粗略而快速的判断，它的效果相当好。

我们的日常行动大多是启发式的。思维也有启发式的特点。例如，我们的大脑经常会把时间四舍五入到一个容易记住的数字。如果现在是20点27分，当你被问到时间时，你可能会回答“20点30分”。此外，一些引发直觉行动的经验知识也是启发式的：当你即将出门看到天空中有大片乌云时，直觉认为可能会下雨，因此你决定带伞。

这些启发式方法帮助我们应对注意力和脑力的局限：我们没有足够的注意力、时间或精力来整合我们在特定情况下接收到的所有信息，然后再做出决定。

关于在决策中使用启发式方法的问题，阿莫斯·特弗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于1974年发表了一篇参考文章《关于在决策中使用启发式方法》（Use Of Heuristic In Decision），该文章获得了瑞典银行经济学奖。

当直觉思维误导我们时

启发式方法使我们能够执行无意识且有用的日常小动作。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粗略而快速的判断会导致我们犯错。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弗斯基将这些对特定情况不合逻辑或非理性的解释称为认知偏见。例如，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根据自认为有代表性的有限信息，过快地做出决定，即为代表性偏见。

在一项实验中，卡尼曼和特弗斯基表明，我们有时更喜欢个性化的信息，而不是统计数据。他们向学生介绍了几个人物，只描述了人物各自的性格特征。例如，对史蒂夫（Steve）的描述是这样的：“史蒂夫非常害羞，矜持，总是乐于助人，但对他人或世界几乎不感兴趣。他性格温和，需要计划性和秩序感，而且很有条理。”然后卡尼曼和特弗斯基让学生们猜猜史蒂夫是做什么工作的，是农民还是书商？

基于对这两种职业的刻板印象，大多数人认为史蒂夫应该是一名书商。他们忘记了在全球范围内农民比书商多得多，这一点是他们在思考和最终选择时应该考虑的因素。参与者使用一种基于部分信息（性格特征）的启发式方法，快速地得出不准确，甚至可能是错误的答案，而不是采用反思式方式。

另一种常见的偏见也会误导我们，那就是锚定偏见。我们倾向于保留外界给我们的第一个信息。例如，在求职面试中，第一个候选人“热情、严肃但较为狂躁”，第二个候选人“较为狂躁，但热情和严肃”，两人的性格特征完全相同，但你倾向于对第一个候选人有积极的印象。

在卡尼曼和特弗斯基之后，研究人员陆续发现了数百种认知偏见。在这个充斥着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虚假信息时代，最普遍的两种认知偏见是确认性偏见和轶事证据偏见。确认性偏见导致我们只考虑支持我们观点、信念和信仰的信息，将其他信息视为虚假的，并加以排斥；轶事证据偏见通常被用于证明我们的推理。例如，人们想要禁停某些电子游戏，理由之一就是电子游戏会导致暴力。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列举了玩这个游戏的年轻人发生暴力行为的个别案例，但是忽略了其他也玩这个游戏但从未有过暴力行为的青少年。这种轶事证据偏见，我们将在第二部分再来分析这一点。现在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什么是认知偏见，以及它是如何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形成的。


直觉与反思：我们是否只有两种思考方式

在对误导人类的认知偏见进行理论化研究之后，卡尼曼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类思维是如何运作的理论模型。他假设我们有两种思维系统：其一是启发式系统（系统1），直观且快速，但容易产生偏见，容易出错；其二是反思式系统（系统2），富有逻辑，耗时耗力，但更为可靠。例如，当我想知道2+2等于多少时，我会启动系统1，而我会使用系统2来求解108x82。

有时我们需要从系统1切换到系统2：假设一个牛角面包和一块糖果的价格是1欧元10美分。牛角面包比糖果贵1欧元。糖果要多少钱？在系统1下，你将自动认为糖果是10美分。在系统2下，你会拿一张纸和一支铅笔来计算，你将发现最初的直观答案是错误的。牛角面包的实际价格是1.05欧元，糖果的价格是0.05欧元。

直觉的优点

对于卡尼曼和特弗斯基来说，反思模型比直观模型更可靠，更不容易出错。但他们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格尔德·吉格伦泽（Gerd Gigerenzer）认为，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一个直观有偏见的系统可以战胜冗长的推理。他解释说，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对情况进行太长时间的思考和太全面的分析会阻碍我们的选择，因为我们掌握的信息越多，可选项就越多，选择也就越困难。

对于吉格伦泽来说，大脑是一个“适应性工具箱”。研究人员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你是一家拥有10万名客户的大公司的负责人，想要针对“被动”客户（即那些不常购买你产品的客户），开展一场广告宣传活动。为了锁定这些被动客户，你可以选择复杂的方案，使用综合统计模型，最终你将获得每个客户的评估分值，该分值代表他们将来购买产品的可能性。其实，你可以使用一种可能不太准确但速度更快的启发式解决方案——间歇启发式。你在客户群里选择一个9个月没有任何购买记录的客户，认为他是被动的。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选择所有比他更久都没有购买你产品的客户，他们将是你优先考虑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启发式方法比统计方法更快，也不比统计方法逊色，因为你根据自己的看法已经锁定了被动客户群体。

最近的研究对卡尼曼的理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结果表明大脑的功能并不像这个理论所说的那样是二元的。反对卡尼曼模型的主要论点是该模型基于一种逻辑错误[1]，即二元推理谬误。人类对成双成对的事物有着强烈的喜好：善与恶、左与右、热与冷。二元论是一种减少模糊性的机制，对过于复杂而无法理解的概念，它会将其简化为两个明确对立的现实。因此，我们会认为人脑也是按照这个模型工作的：直觉/反思。然而，几乎没有经验证据支持这一观点。

也有一些研究支持了吉格伦泽的理论：在给定的情况下，采用看似更可靠和更准确的系统2推理，进行缓慢的思考，可能会降低选择的有效性或由此产生的满足感。例如你在餐厅，同伴花了很长时间来选择他的菜肴，在被迫点菜之前，他改变了几次主意。但是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吃什么。你肯定会比你的同伴从这顿饭中获得更多的满足感，因为他会不停地想是不是应该选择比目鱼而不是鳕鱼。

此外，采用系统2推理并不总能防止出错。系统2也会导致一些认知偏见。例如，赢了一场随机游戏后，通过推理，你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你现在运气爆棚，所以幸运女神会继续向你招手。你对此确信不疑，并会受到某种乐观偏见的影响。

与二元论相比，人脑的工作方式更具维度。与只有“开”和“关”功能的开关相比，人脑更像可以逐渐调节音量的收音机。

卡尼曼的模型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可以帮助我们简化对认知功能的理解：它比我们以前使用的模型出错机会要少。但请记住它并不是百分百可靠的。

这个模型的不精确性导致了新的问题，使得我们能够对模型进行微调，并在某些方面加以修改，以便该模型在我们努力减少其误差范围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优化。因为科学的工作原理就是不断纠正。正是通过科学地解释其运行机制，展示其优劣势，我们才能提高我们思维的灵活性，不再落入环境每天给我们的大脑设置的陷阱。

***

因此，启发式系统的功能及其产生的认知偏见不应该被视为是绝对负面的。今天的科学界关注的是损害我们理性思维的认知偏见，除了上文提到的确认性偏见，还有消极偏见、自满偏见、知识幻觉偏见、习得性无助偏见，这些偏见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讨论。人类行为通常被总结为一系列需要纠正的错误，即使在国家或世界银行层面，我们也主张“反偏见”。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认知偏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与环境相关，并不仅是绝对正面或负面的。而取决于几个因素：它们是有背景和依据的。了解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某些偏见，比不惜一切代价与之抗争要有趣得多。



[1]另一种形式的错误经常影响我们的推理，即所谓的逻辑错误。诡辩是一种看似合理但具有误导性的推理。例如，马克很暴力，有一头黑发。大卫很暴力，头发也是黑色的。所以黑头发的人很暴力。



第二部分　我的大脑、他人的



4　压力，我们最好的敌人？

我们生活得足够好，

才会奢侈地因为心理和社会压力而生病。

罗伯特·萨波尔斯基

Robert Sapolsky

美国科学家

压力现在被认为是世纪之病。根据欧盟资助的一项研究，2013年在欧洲与压力相关的成本约为6170亿欧元，工作压力影响了多达25%的员工，并且这一比例还在持续增长。

长期承受压力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许多负面影响：焦虑、抑郁、背痛、睡眠障碍或消化不良，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并造成溃疡。压力也会影响我们的身心，打乱思维的严密性和减少模糊性的能力，并产生许多负面偏见。当我们感到不堪重负时，我们会感觉大脑在与我们作对。

压力往往会给人们带来矛盾的后果。例如，为什么一个高中生明知道睡个好觉对他更有帮助却不能在高考前夜入睡？同样，为什么当我们自己正在演讲，发现面前有一群人时会突然大脑空白，陷入记忆黑洞，而在那之前我们非常专注地在演讲？为什么我们在做重要决定时会偏头痛？为什么我们得知令人紧张的消息时会没有食欲？换句话说，为什么当压力反应被触发时，大脑会让我们身不由己？压力最初是激活大脑的一种积极机制，使我们能够生存。接下来我们来看它是如何以及为什么成为现今人类生活的障碍。

想象一下，你在大草原上，小心翼翼地跟着一匹斑马[1]。斑马吃草、走路，悠闲自在时，它的压力处于最低水平。当它突然看到远处有一只饥饿的母狮时，它的压力水平会立刻飙升。

美国研究人员卡尔·普里布拉姆（Karl Pribram）假设动物有四种生存本能，分别是进食、繁殖、战斗和逃跑。“战斗和逃跑”是脊椎动物应激反应的第一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斑马看到母狮，压力会达到峰值，触发战斗和逃跑的生存本能。它的交感神经系统会自动做出反应：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肌肉紧张，以便于它战斗或逃跑。同时，斑马会抑制性欲、消化能力和免疫系统，这些功能对它逃脱危险都是无用的。它会调动所有资源将它们集中在一个目标上——生存。如果斑马在狮子面前保持平静，它可能活不了多久。母狮的压力峰值和斑马差不多，是由于对饥饿的恐惧引起的；看到斑马时，母狮会调动所有的能量试图抓住并吃掉它。

可见，压力是所有脊椎动物所具备的首要功能，因为它有利于生存。如果你面临死亡的危险，那么在消化、性欲或抗病毒等方面投入能量是没有意义的。另外，我们需要一个尽可能有效的肌肉系统。值得注意的是，动物的压力峰值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一旦危险消除，其副交感神经系统（交感神经系统的抑制性补充）就会接管，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现在让我们把斑马的场景切换一下，我们的祖先智人在定居之前就有和我们一样的生理系统和大脑能力。想象一下，他在静静地采摘野果，突然听到树叶的响声。这种响声是双稳态的：要么是捕食者靠近，要么是风吹的声音。智人的大脑可能会选择“捕食者靠近”这个选项，然后他的压力反应被触发：神经系统立即启动，肌肉收缩，呼吸加速，他放弃采摘，尽可能快地跑开以获得生存的机会。如果只是虚惊一场，他就失去了野果，浑身是汗，白跑一场。

智人的大脑如果选择“风吹的声音”这个选项，继续采摘，他就有被饥饿的捕食者吃掉的危险。面对这两种选择，前者比后者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智人宁愿反应过度，也不愿冒着丧命的风险。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先祖。他们选择相信错误的警报而不是忽视它们，宁愿错误的警报引发压力反应而不让自己暴露在被吃掉的危险中。

现在想象一下，我们的祖先智人准备在一个洞穴中入睡。临睡前，他忽然看见远处一只猞猁的闪亮眼睛，便不会安然入睡；相反，他会保持警惕，在半睡半醒中度过一夜，哪怕是最轻微的声音也会把他吵醒，让他检查猞猁是否在向自己靠近。

同样的情况下，如果他不是一个人在山洞里，他没有看到猞猁，但他看到同伴因压力而产生的表情，可能也会紧张并随时准备逃跑，在任何危险情况下，压力的传染都是非常有用的社会信号。

在近30万年的时间里，每当人类发现自己处于事关生存的两难境地时，就会习惯性地自动激发压力反应。

因此，我们可以将压力定义为身体面对危险时的生理反应。几万年来，这种反应使我们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中尽最大努力地保护自己，以求生存和进化。然而，人类进化到一定阶段开始定居下来后，基本上就不用再面临捕食者的危险。在现代生活中，危险变得不那么紧急和实际。例如，贫穷、工作量、截止日期、公开演讲，等等。如今，我们面临的危险很多是心理上的。如果有人问你压力的主要来源是什么，你不太可能回答说是因为一只饥饿的猞猁，而会回答是不断增加的账单、税金、难搞的上司……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发展得相对较快，所以压力还没有真正适应人类所面临的危险形式的变化——从身体上的危险转移到心理上的危险。当人们感到有压力时，他们使用的工具已不再适合他们的需要。

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况：在一次工作会议上，你决定告诉老板你有一个革命性的想法，这有利于你的职业生涯。但如果你说话时压力很大，你的大脑就会启动“战斗或逃跑”的机制：心跳加速，肌肉紧张……可是你并不想临阵逃脱或与老板争吵。在你看来，重要的是要成功完成你的提议。然而，对于你的大脑来说，仿佛有一头野兽在你周围徘徊。由于你突然把所有的资源都调动到生存本能上，完成讲话就变得不重要了，你的大脑一片空白。

在动物或智人身上，对捕食者“战斗或逃跑”的反应是短暂的，但在我们身上，压力却可能会持续存在，尽管我们的身体并非为此而生。想象一下，你的大脑必须在几个月内抵御即将到来的捕食者的攻击，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你将会在等待中精疲力竭。我们可以承受强烈但短暂的压力峰值，但无法承受长期且持续的压力状态，最后的结果就是“身心俱疲，心力交瘁”。考虑到压力对基本生活功能和交感神经系统的影响，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处于持续压力状态下的人，最终会一蹶不振。

当一个人有压力时，大脑会告诉他有死亡的危险，这时你劝他冷静是没有用的，因为这就像在说“好吧，别活了！”然而，有一些方法可以缓解压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冥想、瑜伽、伸展运动，这些都是有效的。通过缓慢呼吸，你可以抑制战斗和逃跑的初级反应。肌肉放松，心跳平稳，生理上的压力变小，大脑会减少模糊性和焦虑感。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外界的信息传递给大脑：“这次会议一定非常重要，否则我为什么要让身体处于警戒状态？”如果你有意识地放松身体，大脑就会倾向于对自己说：“身体如此放松，那就没有真正的危险。”这些技巧并不神秘，但可以实实在在地直接减少你的压力，消除你的战斗或逃跑反应，进而缓解你的焦虑。

压力和焦虑，甚至战斗

我们倾向于交替使用“压力”和“焦虑”这两个词，实际上这两个词指的是两种不同的情绪。压力有明确的原因，一旦诱因消失了，压力就会减轻。例如，你因为考试而感到压力，一旦考试结束，你就可以减压了。而焦虑不需要具体的原因，它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可以在不知道原因的情况下感到焦虑。

压力和焦虑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并让我们产生偏见。研究表明，与其他人相比，焦虑的人会以更负面的方式解读一些词。如果你问一个焦虑的人“mug”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它在英语中有几个意思，包括中性的“杯子”和负面的“攻击”，他会倾向于回答“攻击”。这就是所谓的解释性偏见。

恐惧症是另一种类型的焦虑症。蜘蛛恐惧症患者能够比普通人更快地发现环境中的蜘蛛。一旦发现蜘蛛，他会一直盯着它，以确保它不会伤害自己。这被称为吸引-排斥模式，与强烈的高度警惕感有关。

压力和焦虑往往是我们人际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当我们感到焦虑时，我们总是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来减少世界的模糊性。以社交恐惧症为例，它会让患者在各种情况下过度恐惧，从公开演讲到生活小事，如投诉商店或在餐厅点一瓶水。社交恐惧症患者在这些情况下会产生负面偏见，这导致他们比一般人更倾向于将一些行为或言语视为有负面意图的。他们通过棱镜来解读他人的目光，得出几近负面的判断。

我和一个研究小组进行了以下实验：我们通过屏幕向几个有社交恐惧症的人展示了一些男人和女人的脸，这些面孔依次表达不同的情绪，如厌恶、喜悦、惊讶、悲伤。然后我们对没有社交恐惧症的人做了同样的实验。通过眼球追踪器，我们能够看到这两类人是如何观察呈现给他们的面孔的。结果显示，恐惧症患者在快速扫一眼面孔后，会停留在脸的下半部分，然后再悄悄地频繁回看眼睛。没有恐惧症的人会采用倒三角的方式，从眼睛到嘴巴（这是正常的观察方式）来观察屏幕上的面孔。对方的凝视在恐惧症患者身上引发了与蜘蛛相同的效应，即吸引-排斥模式和高度警惕的反应。

社交恐惧症是一种预期性焦虑，会导致患者失去社交能力。如果你患有社交恐惧症，被邀请与同事喝酒或在公共场合发言，你会预测情景并告诉自己肯定会有危险。在约会到来的前几天，你将启动“战斗或逃跑”机制。等到那天，你将不能去参加活动，因为你认为那太过危险。逃避会进一步加剧你的孤立，从而强化你的恐惧症，使你进入一个真正的恶性循环。

我们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感到不同形式的焦虑，这些焦虑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有些人害怕某些群体（例如某些种族），他们会用负面的方式解释这些群体的行为。美国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学校里，黑人孩子比白人孩子被赶出教室的概率更大。他们面谈了几位教师，问他们原因。他们说肤色和被赶出教室之间的联系纯属巧合，并强烈地驳斥了任何的种族主义偏见。然后研究人员给他们看了一段学生在教室里的视频。他们被要求找出孩子们的“问题”行为。通过眼球追踪器，研究人员注意到，与白皮肤的孩子相比，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去观察黑皮肤的孩子。在他们脑中，黑皮肤的孩子与麻烦制造者更容易画等号。当他们得知这个实验结果后，纷纷表示，直到那时才意识到，自己在课堂上对黑人孩子采取了偏颇态度。

另一组研究人员向不同背景和不同年龄的美国志愿者展示了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的照片，有些举着枪，有些则没有。实验规则如下：志愿者面前有一个按钮，每次看到持枪男子的照片时他们要按下按钮，看到没有持枪的男子照片时，什么也不用做。

结果显示，无论志愿者自身的肤色如何，与看到一个持枪白人时的按压速度相比，志愿者在看到一个持抢黑人时，按压的速度更快。持枪黑人的照片会让他们更快启动压力机制，这是由于一个人的肤色而不是他手持的武器造成了一种隐性的焦虑偏见。志愿者以这种方式减少模糊性，反映出美国存在着一种社会偏见，即黑人比白人更危险。

***

下一次当你对某种情况或对某个人产生负面看法时，问问自己是否处于“紧张”状态会很有帮助。下巴绷得紧紧的，心脏跳得很快，这些迹象提醒你应该注意自己的压力状态，与感觉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调整解释或判断。

通常这些迹象是难以察觉的，因为你的压力机制触发得太快了。相比之下，在预期会导致压力的情况下，它们更容易被察觉，这为你纠正仓促的解释留下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比如当你对即将到来的考试倍感压力时，你可以提前做一些放松练习，使你在考试日能保持平静。

***

我们的一些主要机制，如压力，还没有适应我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至少现在还没有。如果人类在几个世纪或几千年后能够改变与压力的关系，这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在那之前，我们可以训练自己更好地处理对压力的反应，预测它们，并尽可能地减少它们，因为它们不仅会影响我们与他人和世界的关系，还会影响我们的观点和信念。



[1]向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和他的著作《为什么斑马不会得溃疡》［Why Zebras Don't Get Ulcers（Pourquoi les zèbres n'ont pas d'ulcères）］致敬。



5　我们确定性的幻觉？

你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件可怕的事情，

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让·雷诺阿

Jean Renoir

《游戏规则》（La Règle du jeu）


像侦探或律师一样思考

假设你知道转基因生物的危害性，并认为它们对你的健康有害。那么如果让你在转基因玉米和非转基因玉米之间做出选择，并且两者的价格相同，你会自然而然地选择非转基因的玉米。现在想象一下，你看到一篇文章解释说，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转基因生物对健康有害。你很有可能斜眼掠过或避而不读，提前拒绝文章所支持的观点，因为它们与你的观点截然相反。

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确凿的研究证明转基因生物对我们的健康有害。自农业出现以来，人们一直在基因层面上努力地杂交水果和蔬菜，从而改良它们的性状。在乔瓦尼·斯坦奇（Giovanni Stanchi）的一幅名画中，我们看到一个西瓜，里面长满了瓜子，果肉呈白色，分为六个部分。这个17世纪的西瓜与我们今天吃的西瓜有很大的不同，西瓜的进化是人类长期干预的结果。如今的问题是，孟山都（Monsanto）等跨国公司在过度工业化时破坏了生物多样性。

如果你花时间阅读这篇文章，你就会在转基因辩论中打开思维，从一个新的角度看问题，随后也许你会修正自己的判断。换句话说，你的头脑会变得更灵活。但你选择无视这篇文章，让自己被最初的观点所蒙蔽。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要支持或反对转基因生物，而是让我们更加关注自身有动机的推理。偏见引导我们首先相信那些和我们不谋而合的观点，我们要找出这个隐藏的问题，以便更好地解决它们。事实上，这个例子强调了一种现象：当我们处理某些对我们很重要的问题时，我们自发地扮演了一个律师的角色，认定我们的委托人是无辜的，从而采用一种基于先验想法的动机推理，朝着有利于委托人的方向辩护。也许我们应该学会采取预审法官或侦探的态度，一步一步地寻找线索，然后得出一个有理可依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就是采取演绎推理。这不是让我们全盘推翻之前的观点，而是让我们时而与它们保持距离，进而有时间考虑那些支持或反对它们的论点。

2004年美国大选，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Bush）对阵约翰·克里（John Kerry），亚特兰大大学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德鲁·韦斯滕（Drew Westen）想要证明：采用有动机的推理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相信那些符合我们信仰的事情，抵制与我们的信仰相矛盾的事情，特别是在政治背景下。

韦斯滕召集了30名积极参与竞选活动的人：民主党15人，共和党15人。实验分三个阶段进行。韦斯滕先给这30人读了一份布什关于一个重要竞选问题的声明，如中东战争，然后又引用了他的另一篇自相矛盾的演讲。针对克里，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先读一份他的生态宣言，然后又引用了一份与之自相矛盾的声明。最后，他引用了一个政治上“中立”的人（演员或运动员）的发言，也是自相矛盾。

韦斯滕要求参与者描述这些自相矛盾的严重性。

结果显示，民主党人认为布什的自相矛盾比克里严重得多，反之亦然。对于政治上“中立”的人的自相矛盾，参与者都认为这种矛盾是中等程度的。与此同时，韦斯滕以功能成像（通过磁共振可视化大脑活动）的方式记录了参与者的大脑活动。结果显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观察政党人物和中立人物时使用了不同的大脑区域。这表明，受试者根据不同政治立场采用不同形式的推理，与动机推理和中性推理的神经回路存在质的不同。

通常，我们的推理是由我们的文化、经验和信仰所推动的，即使在看似普遍且无可争议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例如，在讨论乱伦等道德问题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会立即自发地谴责乱伦行为，却无法解释使我们感到厌恶的原因。为了证明这一点，纽约道德与伦理问题专家，研究员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做了以下实验。他召集了几位社会心理学家的同事，告诉他们以下信息：朱莉和马克是兄妹，暑假期间两人一起旅行。一天晚上，当他们单独待在海滩附近的一间小屋里时，他们觉得做爱可能很有趣。朱莉服用了避孕药，马克使用了避孕套，以确保朱莉不会怀孕。尽管他们很愉快，但彼此约定仅此一次，他们更愿意把这个夜晚当作一个亲密接触的秘密。海特接着问同事们，他们对这件事以及朱莉和马克都没有悔意有什么看法。随后海特在同事们身上观察到一种“道德惊讶”的状态，所有人都觉得这种事情令人厌恶并且应该受到谴责，但他们无法证明自己的道德选择是合理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称之为有动机的道德。


“自我中心的泡沫”和虚假信息

如果我们不偶尔试着对矛盾敞开心扉，这种看待世界有动机的推理方式可能是危险的。重要的是，要警惕我们对模糊性的忽视，特别是对我们在主观上重视的主题。

在社交网络和新闻频道信息持续更新的时代，我们可以获得关于所有话题的海量信息。因此，很容易找到一些东西来支持我们的推理并强化信念。甚至更进一步：在社交网络上，我们“关注”与我们想法相同的人，优先查看他们的帖子和信息，这将强化我们的信念。

“自我中心的泡沫”就是这样形成的，尤其是在政治、宗教、素食主义、转基因生物、“黄背心”运动等非常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话题上。这导致我们的社会进一步两极分化，并降低了我们的思维灵活性，即我们改变想法的能力，以及我们以最不具偏见的方式整合我们所接触到的新信息的能力。如果我支持“黄背心”运动，我只会看到警察的暴力，而忽略了“黄背心”团队中的成员也有暴力行为。相反，如果我反对“黄背心”运动，我会关注暴徒和抗议者的暴力行为，并谴责这场运动，而忽视了大多数“黄背心”的成员都是和平的，警察有时是暴力的。

当一条信息证实了我们的想法时，我们几乎不会询问它是否真实，就马上分享这条信息。例如，如果我不相信全球变暖，认为气候和天气是一码事，我会热衷于转发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于2019年2月10日发表的推文，当时特朗普批判他的反对者艾米·克洛布查尔（Amy Klobuchar）说：“她在暴风雪中自豪地讲自己对抗全球变暖所做的工作，时机不对吧！”我们暂且不谈论虚假信息的传播，因为我们在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将有更详细的论述。我们可以举一个政治领域内有趣的例子，这表明我们通过传播信息来肯定我们预先建立的想法，而不去验证信息的来源和有效性。2014年，克里斯汀·布廷（Christine Boutin）转发了戈拉菲杂志（Le Gorafi）[1]一篇关于讽刺家庭法的文章《家庭法——政府拒谈“倒退”，而是推进“具有延迟潜力的临时策略”》（Loi sur la famille-Le gouvernement refuse de parler de“recul”mais de “stratégie provisoire d'avancement à potentialité différée”），引来不少嘲讽。虽然虚假信息的由来有时是为了操纵和引导公众舆论，但传播虚假信息的往往是那些真诚的信奉者，他们认为自己在为公众提供信息方面助益颇多。这种只选择能证实我们的想法、观点和信念的信息的倾向是最常见的认知偏见之一——确认偏见。我们不仅能看到它在政治或宗教方面发挥作用，也能在比较轻松的话题上看到它的踪影，比如星座。我们专注于证实我们所相信的信息，尤其是我们想要相信的信息，而忽略那些和我们不相关或使我们不悦的信息。

意识到这些偏见以及大脑为我们设置的陷阱是很有用的。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些偏见也有积极的方面，能够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有时由于选择偏见，我们选择只记住与亲人共度的愉快时光，而忘记争吵或困难的时刻。同样，当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回复“我正在想你呢”，此时一种确认偏见被触发，让我们忘记在没有来电时，也有过想念这位朋友的时刻。如果没有这些偏见，我们将更难以建立社会联系。


一种偏见可以掩盖另一种偏见

当我们对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话题感兴趣时，如移民、生态、税收……我们将抽取那些与我们观点一致的信息，从而引发确认偏见和选择偏见。以政治网站为例，它带有非常强烈的选择偏见。这些网站面对特定的话题时会有选择性地从一些信息中找到捍卫它们的观点。例如，Fdesouche、LDC-News、Novopress或TVLibertés等所谓的“二手信息”网站就是如此，这些网站旨在让公众接受极右观点。除了宣传方面，两位法国研究人员雅尼克·卡于扎克（Yannick Cahuzac）和斯蒂芬·弗朗索瓦（Stephane Francois）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些网站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要么断章取义，要么添油加醋。简而言之，这些网站为了吸引大众而随意地歪曲事实。由此，在网上形成了一个极右的“自我中心的泡沫”，我们现在称之为“法西斯领域”[2]。

选择偏见和确认偏见是社交网络上有影响力的人物使用的杠杆。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只展示粉丝们想要看到的东西，如豪华酒店、天堂般的海滩、完美的妆容和身材……最近，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女博主，比如澳大利亚的埃塞纳·奥尼尔（Essena O‘Neill）29，开始谴责在社交网站照片墙上发布的“虚假生活”。这种“幻想的生活”加剧了粉丝们对“自身平庸无奇”的焦虑和沮丧。对于女博主来说，这也给她们自身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为她们只能上传与之前同等水平的照片，不能长胖一点点，不能表现出任何不完美之处。最后博主和粉丝都是输家。

***

即使意识到大脑在欺骗我们，我们也很难一直保持理性，做不到像侦探一样，不断地客观思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观点、信仰与矛盾信息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就是认知失调。



[1]法国版洋葱新闻，以讽刺法国社会为宗旨。——译者注

[2]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媒体总是说真话，只是它们说的谎话相对较少。



6　认知失调？

愚弄别人比说服他们被愚弄更容易。

无名作家

（被误以为是马克·吐温所说）

为了保持最佳的运动和大脑功能，所有的生物体都试图达到一种叫作“内稳态”的体内平衡状态，人类也不例外。

你在盛夏跑了一场马拉松，越过终点线时身体脱水。为了恢复内稳态，你的大脑会向身体的几个部位发送信号：让你的肾脏减少尿液产生，让你的毛孔减少汗水排放，让你的唾液腺减缓活动，因为这些部位的工作都会让你产生口渴的感觉。

这种平衡状态也是认知和身体功能所喜爱的。当接收到的信息与你的喜好、信念、信仰或行为不一致时，你会感到紧张，内稳态被破坏。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莱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在60年前将这种状态理论化，并称之为认知失调。他在其著作中解释说大脑自然地渴望减少这种紧张。

让·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的寓言故事《狐狸和葡萄》（Renard et les Raisins）中生动地描述了认知失调：

“有一只来自法国名叫加兰的狐狸快要饿死了。它住在一个葡萄架上，葡萄表皮颜色紫红，看起来已经成熟。加兰想吃葡萄，但它却够不着，于是它对自己说：‘葡萄太青了，只有傻子才会去吃。’这样想比抱怨更好吧？”

狐狸饥肠辘辘，拼劲全力想要吃到葡萄。它够不到成熟的葡萄，这使它感到紧张，进入了失调状态。为了恢复它的认知内稳态，狐狸改变了对葡萄的看法，使它对自己的无能感到释怀。葡萄已然成熟，但它会说服自己葡萄其实还是青涩的，因为它不想吃酸葡萄。拉封丹在故事结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非理性最终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要知道它能够使狐狸解决内心的紧张并避免挫折感。在吸烟人群中也有同样的情况，今天他们无法忽视吸烟有害这一事实：它使牙齿变黄，诱发慢性支气管炎，增加患肺癌的概率，以及不孕不育和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等。因此，吸烟者会编造一些特别的理由以成功解决失调的状态，例如“我现在压力太大了”“吸烟帮助我不发胖”“我还年轻，不会得癌症”……他们会继续吸烟，直到这种失调状态严重到迫使他戒烟，比如在怀孕的爱人面前或者亲人因吸烟而去世。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Festinger）在1956年出版了《预言的失败》（L'échec d'une prophétie）一书。他在书中分享了他成功地在世界末日邪教某仪式中当卧底的经历：多萝西·马丁［Dorothy Martin，书中化名玛丽安·基奇（Marian Keech）］声称收到了外星人的信息，警告她世界末日将在1954年12月21日到来。她深信这个预言，于是设法操纵了一群忠实的信徒。这些信徒抛下一切跟随她，期待在世界末日那天乘坐拯救他们的飞碟离开。

在这个末日到来前后的几个月里，费斯汀格从内部观察了这个群体，末日的那一天却什么都没发生。玛丽安·基奇向她的追随者宣布：多亏了教派设法向世界各地传递“善与光”的力量，地球才得以幸免于难。

费斯汀格回忆说，当时信徒中发生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他们非但没有放弃信仰，反而投身到艰苦的传教工作中去。对于那些在该教派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情感，并相信世界末日会发生的信徒来说，预言的失败导致他们陷入严重的认知失调状态。为了恢复平衡，他们宁愿为失败辩护，认为灾难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得以避免的，而不愿接受他们被欺骗了。他们虚构了一个缜密的故事，使自己相信加入玛丽安·基奇的教派是正确的选择。世界没有崩溃的事实，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他们的信念。

这个极端的例子促使费斯汀格在实验室里研究认知失调。在一项实验中，他邀请参与者独自执行一项极其单调无聊的任务：他在一张桌子上放了一些方块，然后轮流召来参与者，没有解释实验的目的，要求每个参与者绕这张放有方块的桌子转圈，持续整整一个小时。

一小时后，费斯汀格告诉每个参与者实验已经结束，但他需要一点帮助。他声称助手不在，要求刚刚结束实验的参与者告诉下一位参与者（实际上是他的助手），这次实验经历非常愉快。费斯汀格表示愿意为这项服务付费。他为一半的参与者提供1美元，为另一半提供20美元。

所有人都听从了安排。在给他们付钱之后，费斯汀格单独问他们是否真心觉得这次实验经历很愉快。乍一看，人们可能认为那些拿到钱多的人会假装觉得这段经历很愉快，但实际是拿了1美元的参与者声称最喜欢这段经历。在被支付20美元的参与者中，金钱奖励是一个额外的信息，足以补偿在实验中失去的时间并解决失调状态。报酬最高的参与者对自己说：“这项任务很无聊，但至少我得到了丰厚的报酬，所以没有必要去证明这项任务还有什么其他好处。”相反，那些拿到1美元报酬的人不得不改变他们对这一经历的看法，为自己失去的1小时辩护。他们开始真诚地相信参加一个重复无聊的科学实验是有趣的。

费斯汀格定义了减少认知失调过程中的三个步骤：首先识别导致我们失调的事件，然后改变我们的行为或信仰以恢复协调，最后如有必要增加新的信息以减少失调的影响（这里指的是为服务提供报酬）。

减少认知失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这再次表明我们有能力扭曲现实以协调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当你知道饲养和宰杀动物的可怕条件以及肉类生产的碳足迹时，你还继续吃肉；或者当你知道某大规模分销的品牌服装是在极其不稳定的条件下制作的，你还继续购买该品牌的衣服。发生在吸烟者身上的减少认知失调的机制同样也会在你身上发挥作用。

通过认知失调来操纵他人

一旦人们意识到这种机制，就有人可能故意用它来对付他人。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其自传中讲述了他在执政期间如何处理与一个好斗的政敌之间的关系。富兰克林知道他的政敌是一个狂热的古籍收藏家，有一天写信问他是否可以从他的藏书中借一些书，特别是一本非常珍贵且稀有的书。可以想象，富兰克林的政敌会因为这个意想不到的要求而产生失调的状态，在他对富兰克林的负面看法和他向富兰克林借书之间左右为难。他有三种方法来减少认知失调：

1.轻描淡写这件事。富兰克林的政敌可能会对自己说这个要求微不足道，但在当时不可能认为富兰克林的一封信是无足轻重的。

2.提出新的条件以帮助他协调矛盾的想法。例如，他可以要求富兰克林作为回报送他一本书，但每个人都知道富兰克林不是藏书家。

3.改变他对有关失调因素的行为或看法。由于怕别人嘲笑，他不能拒绝把书寄给富兰克林，减少失调的唯一方法就是改变他最初的想法。他只能以更积极的方式看待富兰克林，并立即将所借的书寄给他。

一周后，富兰克林在其中一本书中插入了一张写有感谢语的字条，然后把借来的书还给了他的政敌。众议院再次开会时，富兰克林的政敌第一次和他直接交谈，并感谢他的友好字条。富兰克林回忆说，从那时起他的政敌“总是表现出随时为我提供帮助的意愿”。甚至他们成了好朋友，拥有了伴随一生的友谊。

由此可知，已经帮过你忙的人更有可能接着帮你。换句话说，与普遍的看法相反，我们不仅帮助我们喜欢的人，我们还喜欢我们帮助过的人。我们根据互动的方式来调整自己对他人的行为和判断。

所谓的“富兰克林效应”今天被用于商业领域。如果你买了一部苹果手机，由于这是市场上最贵的手机，你就不能把它当作普通手机。即使有更坚固、更快速或更美观的其他手机，你也无法想象还有更好的手机，因为你买的是最贵的。否则这等于承认你被“割韭菜”了。整个奢侈品和当代艺术行业都遵循这一货币承诺原则。我们花的钱越多，我们就越觉得自己买了真正的奢侈品。例如我们花200欧元买一个手提包和花35 000欧元买一个爱马仕铂金包，尽管两者在质量上可能差距不大，但给人的奢华感受迥然不同。


将失调机制用于积极目的

认知失调也有积极的一面。它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来应对前文提到的压力情况。如果你对在会议上发言感到焦虑，并且预料到这种情况会带来压力，你就会倾向于避开它而不是面对它，选择呆在家里保持平衡和内稳态。选择避开令你紧张的环境证实了你的焦虑：如果你不去参加会议，就证明了开会发言是危险的这一想法。我们必须有意陷入失调的状态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在治疗中使用的一种技术是让患者逐渐接触导致其压力反应的物体或情况。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患者在“这是危险的”这种想法和鼓励其无论如何都要去做的行为之间产生失调。为了解决这种失调，患者必须改变他的消极想法。然后他会想：“如果我开始了，那就没有那么危险了。”最后他会逐渐恢复平衡而无需诉求避开。这就是渐进式暴露技术。

认知失调也可以帮助我们对自己所做的选择感到满意。在两个对象之间犹豫不决之后，我们倾向于高估我们最终选择的对象并低估我们未选择的对象。你想买一辆车，在经销商那里你对两款完全不同的车都心动了。这两款车的价格都在你的预算内，你必须从中选择一款。想象一下，一个朋友问你最喜欢这两辆车中的哪一辆。你会告诉他你更喜欢你买的那辆，而最初你在两辆车之间真的没有偏好。你会对自己撒谎以避免放弃你喜欢的东西所带来的不适，就像寓言故事里吃不到葡萄的狐狸。我们不断改变我们收到的信息的价值，并通过减少认知失调的机制来与这些信息互动。

当我们被过度的严密性蒙蔽了双眼

我们一直在寻求更高的严密性。但是拥有一个完全严密的自我形象是可能甚至是可取的吗？迈尔斯-布里格斯（Myers-Briggs）人格测试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这项测试是由凯瑟琳·库克·布里格斯（Katharine Cook Briggs）和她的女儿开发的，她们直观地假设世界上有几种主要的普遍人格。

1944年，她们在一本名为《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的书中发表了第一版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然后在1956年，她们正式命名并发表了迈尔斯-布里格斯人格测试。该测试由一系列大约90个封闭的问题组成，参与者可以在每道题两个答案之间进行选择。在回答完这些问题后，参与者将从16种可能的组合中看到自己的人格类型。

如今，MBTI是职业人格测试市场的领跑者。据《费加罗报》（Le Figaro）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每年全球有近200万人使用这项测试，为它的销售公司带来约2 000万美元的收益。

这项测试经常被人力资源部门在招聘中用作职业指导工具和绩效预测器，它提供的表格显示哪种性格最适合哪种职业。然而，众所周知，这项测试是不可靠的，因为如果对同一个人进行多次测试，得到的结果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该测试从未得到过任何主管部门的验证，因为它没有理论框架，并不真正可靠。那它如何在商业世界中变得不可或缺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介绍一种名为巴纳姆效应或福勒效应（Effet Barnum Ou Forer）的心理学现象。1949年，心理学教授伯特伦·福勒（Bertram Forer）让他的心理学入门课程的39名学生参加了一项测试，并告诉他们这项测试可以对他们的性格做出简短的描述。一周后，他将测试结果分发给每个人，让他们单独评估测试结果是否符合自己的性格。学生们并不知道他们得到了同样的测试结果，该结果都是从占星术中借来的玄虚句子拼凑而成的，内容如下：

1.你需要被爱和被欣赏。

2.你倾向于自我批评。

3.你有相当大的潜力，但还没有充分利用它。

4.你的性格中有一些弱点，你通常知道如何弥补它们。

5.你已经不得不处理你在性生活中的问题。

6.表面上你严于律己，自控力强，但实际上你充满焦虑，不太自信。

7.有时你会认真地问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或做了对的事情。

8.你喜欢一定程度的变化和多样性，不喜欢约束和限制。

9.你以思想独立为荣，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不会接受别人的意见。

10.你认为太容易向别人暴露自己是不明智的。

11.有时你外向、健谈、善于交际，而有时你内向、谨慎、保守。

12.你的一些愿望往往很不切实际。

13.在生活中，你追求宁静。

然后福勒要求他的学生们对测试结果进行反馈，如果感到满意就举手。几乎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福勒不动声色地开始读测试结果的第一条、第二条，直到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他们明白了这是一个骗局。

可见，巴纳姆效应是一种偏见，它导致我们相信一份描述我们性格的测试结果，这取决于三个因素：我们认为该结果是专门为我们写的（个性化偏见）；与我们说话的人是权威人物（权威偏见）；内容模糊笼统可以适用许多人，同时足够积极的表述让人们想要相信它（选择偏见）。这种人格测试会让公司或个人花很多钱，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骗局，这种测试将三种负面偏见合而为一！

***

除了人格测试以外，动机推理和减少认知失调几乎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中都发挥作用。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一点，并问问自己，我们的行为或认知如何在瞬间影响了我们对周围事物、社会关系和自身观点所赋予的价值。

当下的问题是，我们都认为自己是生活中的“主角”，接受自己偶尔犯错。但我们真的能始终主导自己，而不会面临失控的情况吗？



7　我所掌握的和我所逃避的？

（我们必须）把我们能做的事情做好，

接受其他事情本来的样子。

爱比克泰德

Épictètus

古罗马著名哲学家

我们可以概括地说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认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归咎于自己；另一种像宿命论者詹姆斯（Jacques）那样认为“一切都已被上苍注定”（“上苍”能够被同化为任何形式的超越存在）。这是美国心理学家朱利安·罗特（Julian Rotter）发展其人格社会学习理论的出发点。

朱利安·罗特将这两种理解生命的方式称为控制点：认为事情取决于他们自身的人有一个内部控制点（LCI）；认为事情取决于外部因素的人有一个外部控制点（LCE）。如果你在工作中得到晋升并且你有内部控制点，你会说这是你努力的结果。但如果你有外部控制点，你会把晋升归因于运气或缺乏竞争。需要明确的是，控制点不是一个二元变量，我们从来没有百分百的内部控制点或百分百的外部控制点，但我们倾向于其中一个或另一个，它可以在我们的一生中根据我们的经验而发生变化。

1955年，罗特的学生杰里·法雷斯（Jerry Phares）设计了一个实验以证明我们的控制点对我们的表现和自尊有很大的影响。他委托两组人完成同一项非常简单的任务，实验内容为在一些角中确定哪些角的度数是相等的。他告诉第一组任务非常难，能否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偶然性（外部控制点），对第二组则说这完全取决于自身技能（内部控制点）。然后，法雷斯要求两组参与者评估他们成功或失败的概率。结果表明，他们的自我评价方式先验地取决于他们是否相信自己的能力。与那些认为成功完全取决于自身技能的人相比，认为这是偶然性因素的人更不确定他们能否成功。

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总是有人像法雷斯那样站在那里作为灯塔，告诉我们什么事取决于我们自身，什么事取决于运气。我们必须评估自己对行为的控制能力。当我们错误地评估它时，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例如，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在数学方面不如男性强，然而从未有证据证明性别之间的生物学差异可以导致数学水平的差异。这就是所谓的负面刻板印象偏见。这种偏见是指我们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无意识地将负面特征归因于某一人群。

俄亥俄大学（University Of Ohio）心理学教授史蒂文·斯宾塞（Steven J.Spencer）想通过下面的实验看看是否有可能消除这种偏见：第一阶段，他召集一群数学水平相当的男生和女生，让他们接受标准化考试。这项测试的结果表明，男生在考试中的表现比女生好。第二阶段，他对两个新混合的小组增加了一个细节，他对第一组说这项测试已经做过了而且男生做得比女生更好，对第二组则说之前的测试结果表明男生和女生的表现差不多。请记住，这两组人都进行了相同的考试。

从逻辑上讲，如果成绩取决于男女先天的水平差距，那么第二阶段的结果应该与第一阶段的结果相似。然而，虽然第一组的结果确实显示出男性和女性在数学水平上有很大差异，但第二组的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在数学方面取得成功的概率几乎相同。一句话就能消除男女两性在数学水平方面的差异。第二组的结果表明通过消除社会刻板印象偏见（女性不仅在数学方面受到这种偏见的影响），有可能将女性的控制点重新校准到一个更内在的轴上。

控制点和责任感

我们的控制点决定了我们的行为，从而决定我们行为的结果。根据我们是倾向于内部控制点还是外部控制点，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事实上，许多研究文章表明，与外部控制点相比，内部控制点使受试者承担更多的责任，并有助于增强其自尊。如果你倾向于内部控制点，你会把成功归功于自己的能力，从而培养良好的自尊。你越倾向于外部控制点，就越会把成功归因于外部因素，获得的个人满足感就越低。在失败的情况下，如果你倾向于内部控制点，你会告诉自己下一次你会竭尽全力取得成功，而如果你倾向于外部控制点，你会更加相信宿命论，并倾向于将失败归咎于现在且永远都不能控制的外部因素。

然而，如果你过于倾向内部控制点，它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在不能由你（或者至少不只是你）决定的情况下，例如裁员，你会将失败内化并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当成是自己的错，这可能会导致你出现焦虑甚至抑郁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倾向于外部控制点的人相对更容易克服裁员带来的冲击。

现在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控制点对我们健康的影响。一个癌症患者如何看待生病这件事，是觉得自己对患病负有责任，或者相反，认为自己患病只是运气不好，这直接影响着他对诊断和治疗的反应。我们看待健康的方式决定了我们应对疾病的方式。一个倾向于内部控制点的病人可能会认真服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治疗中。一个认为“无论如何一切都已被上苍注定”的病人会对疾病采取更加被动和宿命论的态度——一种习得性无助的态度，可以概括为：如果什么都不取决于我，那么试图抗争和摆脱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习得性无助

美国研究人员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进行了一些实验，试图解释创伤后习得性无助综合征是如何发展的。他在两只狗身上做了实验：每只狗都被关在一个笼子里，笼子的地板可以传导电击。每个笼子里都有一个可以按压的小杠杆。

塞利格曼向两只狗发出了第一次电击。每次放电前都会有一盏小灯亮起。在电击的瞬间，两只狗首先试图逃跑，然后按压杠杆碰碰运气。在1号笼子里，杠杆是有效的，按压杠杆会立即停止电击。在2号笼子里，杠杆是无效的，即使按压杠杆电击仍然会继续。几次放电后，塞利格曼观察到1号笼子里的那只狗预见到了电击，当灯亮时它就跳到杠杆上，而另一只狗逐渐放弃了，每次放电时都躺在地上，它意识到自己对此无能为力。

之后，塞利格曼将两只狗分别放在一个中间被隔板分开的笼子里：一块隔板将笼子一分为二，其中一边的地板是带电的，另一边是不带电的。塞利格曼重复了这个实验。1号狗试图穿过这块隔板，看看能否防止自己触电，它成功地避免了电击。2号狗虽然现在有机会采取行动但它不去做任何尝试：每当电击来临，它就会自动躺下。因此，习得性无助指的是一个有机体有可能摆脱困境但却选择放弃任何努力。

塞利格曼的同事唐纳德·希罗托（Donald Hiroto）想看看人类是如何表现出习得性无助的。他复制了塞利格曼的实验，用人代替狗，用一声巨响代替电击。和之前一样，这个实验涉及两个参与者，一个有能力停止声音，另一个没有，实验分两个阶段进行。研究结果与针对狗的研究结果相同：在实验的第二阶段，那个在第一阶段知道自己连续按四次按钮就能停止声音的人还能轻松地停止声响。然而最初没有能力控制声音的第二个参与者的表现与塞利格曼的实验中2号狗的表现如出一辙，在实验的第二阶段，他甚至没有尝试去按下按钮，尽管他本可以停止声音。

人类的习得性无助通常与抑郁有关。当我们抑郁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习得性无助也表现在其他处于悲惨境况中的人身上，例如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创伤经历，也就是日复一日的暴力，使受害者将外部控制点发挥到极致，她最终说服自己——她不可能离开她的伴侣，甚至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来阻止暴力和摆脱这段有害的关系。事实上，反复的暴力会使受害者进入失调状态，因为她没有做错任何事，这会导致她除了发展出习得性无助，还会产生一种内疚感来为暴力辩解并恢复她的逻辑性：“如果我被打，一定是因为我的错，所以在现实中没什么好奇怪的。”她也可能试着把暴力合理化，使之变得可以被接受，并无意识地为自己的无能辩解：“他不是故意要这样做的，他在内心深处是爱我的。”

除了日常暴力造成身心痛苦，习得性无助还会大大降低受害者的自尊，从而对受害者的职业表现或社会关系产生严重影响。家庭暴力显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不局限于习得性无助或认知失调。但这些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以便了解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或男性）做出抵抗决定有多难——离开家庭从而离开施虐者，或者只是拨打一个专门援助受害者的电话号码。

习得性无助在全球变暖等社会问题中也发挥着作用。事实上一些研究人员已经提出了一种习得性无助的假设，即人们面对全球变暖几乎普遍无所作为，这可能会导致我们所知晓的世界末日，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的灭亡。在大众层面上，每个人都认为他们的行动不会对气候产生真正的影响，这一事实反映了保护生态行动普遍士气低落。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只有当每个人都做出自己的贡献时，我们才有可能在气候问题上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这取决于我们开始对抗普遍的习得性无助，打破冷漠并最终采取行动。当然，也不排除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修改治理制度，建立一个更加尊重自然的体系。

其他认知偏差也会阻止我们行动，而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例如，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当下的偏见使我们很难将自己投射到未来。事实上，与遥远的未来相比，我们对那些具有直接和可见后果的事情更为敏感。如果我们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性”在吸烟30分钟后患上癌症，那么世界上可能就没有吸烟者了。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人们难以设想几十年后的情况。当你被告知100年后冰川将会融化时，你觉得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因为你无法把自己投射到百年后。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操心这些呢？

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公司努力淡化其污染活动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并辩解称到时候总会找到一个技术解决方案。许多公司认为解决生态问题不是它们的责任，而是国家、政治家或其他公司的责任。因此，它们拒绝为环境的明显恶化承担任何责任，这就是所谓的责任分散。我们将在第9章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习得性无助偏见在许多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从缺乏辞去工作的勇气到懒得去投票……我们已经看到过度的外部控制点会导致习得性无助和可能非常严重的情况，那么过度的内部控制点呢？


控制的错觉

如果参照外部控制点抑制我们行动、意志和自由的例子，那么内部控制点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好事。然而，倾向于过度的内部控制点会导致一种控制的错觉，这可能会对我们和周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有害的后果。

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一切的人，会倾向于为他们没有直接犯下的错误而自责，并且对他人要求也十分苛刻，因为他认为他们也有能力控制一切。我们经常用英语中的“control freak”（控制狂）来称呼这类人其实是有理可循的。

拥有过度内部控制点的人往往是错误意义上的完美主义者，这使得他们更容易陷入第3章讨论的二元思维的陷阱。控制狂会认为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是完全无用且应该被抛弃的。他们失去了批判性推理所必有的发现细微差别的能力，这通常被认为是傲慢的表现，使得拥有过度内部控制点的人也很难拥有健康和充实的社会关系。

另一个问题是，一个拥有过度内部控制点的人可能会患上“救世主综合征”。他会想要解决对方的问题，甚至会侵犯他人，拒绝给他人犯错、学习和找到自己方法的机会。但是我们不能违背他人的意愿去“拯救”他们！

过度的内部控制点可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一个真正的障碍。当你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一切，出现紧急情况时你会犹豫是否寻求帮助，因为对你来说，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同样地，如果在你的学习或工作中需要团队合作，你将无法委派任务，甚至不能让队友做他们份内的工作。

认为我们无法控制环境，陷入无所作为甚至漠不关心是一个陷阱；认为我们无所不能，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意志也是一个陷阱。因此，控制点本身没有好坏之分，重要的是不要过于偏向哪一边。找到这种平衡的唯一方法就是尽可能地分析情况，以确定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然而，对世界和各种情况的了解远非易事，一切并非显而易见，更何况我们常常是知识幻觉的受害者。



8　知识错觉？

一知半解是危险的事情；

比埃里亚泉水不可浅尝只可畅饮。

肤浅喝几口使你头脑昏沉，

开怀畅饮会让你清醒十分。

亚历山大·蒲伯

Alexander Pope

诗人，文学批评家

1995年1月6日，麦克阿瑟·惠勒（McArthur Wheeler）在没有蒙面的情况下连续抢劫了匹兹堡的两家银行。同年4月惠勒被捕，当警察告诉他是通过监控录像认出他时，他惊呼：“可是我涂了柠檬汁啊！”惠勒解释说，曾有人向他展示如何用柠檬汁制作隐形墨水，他认为他涂上柠檬汁，他就不会出现在监控录像里。为了证实这个想法，他把柠檬汁抹在脸上并用拍立得（Polaroïd即时成像相机）给自己拍照：他没有出现在照片中！警方认为他的相机有故障或者他只是瞄准错了。无论如何，惠勒为他的知识错觉付出了代价，并在几天后入狱。

1996年的《国际年鉴》（Almanach International）收录了这个案例。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心理学教授戴维·邓宁（David Dunning）读到惠勒的故事时，认为这几乎是普遍现象：你对一门学科了解得越少，你就越无法衡量你对这门学科的掌握程度。你可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决定照搬前一天在《顶级厨师》节目中看到的食谱来招待朋友，毕竟它在屏幕上看起来并不复杂！你对自己很有信心，并认为你的菜是美味佳肴，你甚至为能给朋友做菜而感到自豪！但现实给你浇了盆冷水：没有人吃完自己盘里的菜，你对自己的厨艺过于自信了！有一档名叫《诺伯特指导》的节目，专门挑选这些不掌握任何基本烹饪技巧却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厨师的“品味罪犯”。节目的参与者在镜头前表示，他们对自己的烹饪天赋深信不疑，对于被主厨诺伯特·塔拉伊尔（Norbert Tarayre）选中参加一个集体烹饪的节目并不感到惊讶。当诺伯特向他们透露，实际上有一位亲人抱怨他们“做菜难吃”时，他们大吃一惊并难以接受这一评价。然后，诺伯特提议教他们如何烹饪他们自认为已经掌握的美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灰心丧气觉得很难去做。但是，他们都在努力，在诺伯特的指导下，他们逐渐恢复了自信，直到成功地做出了一道配得上一流餐厅的菜。节目的参与者从毫无理由的自信高峰状态，到绝望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最后逐渐掌握了知识并找回了自信。

这可以适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当我们开始学习演奏一种乐器时，往往认为它没有那么复杂。以钢琴为例，我们只需几分钟就可以轻松弹奏法国儿歌《月光之下》（Au clair de la lune）。但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学习这件乐器，很快就会明白，进步不会那么快，掌握贝多芬（Beethoven）的奏鸣曲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其间我们将经历一段失去信心和士气低落的时期。有时我们甚至会认为自己永远都做不到，我们得努力练习才能走出这个阶段。同样，当我们学习一门新语言时，例如西班牙语，我们很快就能掌握基本的口语。但是在你打开塞万提斯（Cervantès）的《堂吉诃德》（Don Quichotte）原著时，很可能会对自己还需要学习的东西感到头晕目眩！所有的学习往往都是由于我们对学科知识不合理的信心高峰开始的。

邓宁和他的学生贾斯汀·克鲁格（Justin Kruger）希望通过一系列实验为这一认知过程提供科学依据，并使他们能够以自己的名字定义其效应。这些实验主要采用以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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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立这条曲线，两位科学家进行了第一个实验以证明知识最匮乏的时候恰恰是我们对自己掌握知识的信心达到高峰之时。邓宁和克鲁格召集了一个学生小组，问了几个关于语法和逻辑的问题。在告知结果之前，他们要求学生评估自己成功的概率。实验表明，班上成绩最差的学生往往最有可能高估自己的成绩和能力。这个实验在学生们达到第一次信心高峰时就结束了。在第二个实验中，邓宁和克鲁格想看看是否有可能降低这种信心峰值。于是，他们把最初对自己最有信心的学生聚集在一起，详细解答了这些语法和逻辑问题。他们得出结论：“通过向学生灌输新知识来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我们帮助学生意识到一开始他们所学还不够，进而认识到自身知识的局限性。这听起来很矛盾”，然后，他们询问学生们这次经历的感受：从信心的顶峰下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需要学习。学生们首先经历了一个沮丧的阶段，随后他们意识到可以提高自己并攀登知识的山峰。这就是上述曲线的构建方式。

这种信心顶峰可以用我们的理解深度错觉来解释：我们经常认为自己比实际更了解这个世界。受邓宁和克鲁格的研究成果启发，英国研究人员丽贝卡·劳森（Rebecca Lawson）想要证明我们不仅在知识的深度上会产生错觉，在其相关性上也会产生错觉。她设置了以下试验来证明我们并不完全了解日常物品的工作原理。丽贝卡·劳森召集了一组骑过自行车的成年人，让他们凭记忆画一辆功能齐全的自行车。以下是参与者所绘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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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中的许多人倾向于认为没有什么比画一辆自行车更简单的了，但上面的自行车都不适合骑行。总的来说，几乎没有一个参与者能够画出一辆可以正常骑行的自行车，40%的人甚至无法从中辨认出哪些自行车可以骑。用画面表现某样东西——也就是说，在没有实物的情况下感知它并解释它是如何工作的——比重现我们眼前的东西要困难得多。

我们总是高估自己理解世界运行方式的能力，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一点，不要在每次发现新学科和面对新想法时止步于信心高峰。相反，如果我们接受知识所带来的眩晕感，我们就更能接受它。因为正如邓宁-克鲁格曲线所示，在对我们还需要学习的知识之复杂感到沮丧之后，我们会迈着坚实的步伐攀登知识山峰。

知识幻觉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三名英国研究人员在他们的研究《老板胜任力与员工幸福感》（Boss Competence and Worker Well-being）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许多公司正面临这个问题：并不总是最有能力的人得到提拔，我们经常看到不合格的人担任重要职位。对于那些处于信心高峰的人来说，邓宁-克鲁格效应给人一种真正的超能感。因此，平庸的人会敢于争取自己并不胜任的职位，而他们的自信可以帮助自己获得这些职位。

儿童心理学家加布里埃尔·瓦尔（Gabriel Wahl）在他的著作《有天赋的成年人》（Les adultes surdoués）中解释说，相比之下，很有能力的人，尤其是人们眼中的天才，往往低估了自己的能力，他们总是担心自己“无法胜任这项任务”。这种所谓的“冒充者综合征”是邓宁-克鲁格效应的负面产物，它导致当事人接受低于他们实际能力的工作。通过结合这两种效应，我们得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业务能力不足的人但领导能力过强的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专门研究公司等级制度问题的加拿大教授劳伦斯·J.彼得（Laurence J.Peter）和雷蒙德·赫尔（Raymond Hull）就在一本名为《彼得原理》（the theory of Peter）的书中完善了这一理论。他们表明，一般来说，每个员工在公司内部都会得到提拔，直到接受他无法胜任的职位。由于不会被降级，他将在自己无法胜任的职位上继续他的职业生涯。能力不足者的“过度自信”，能力高者的“冒充者综合征”，再加上彼得原理，都是公司管理者跳不开的陷阱，但他们希望自己的公司能避免让无能的人占据高位而最有能力的人被弃置在低级职位。

巴黎政治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女性、企业家精神和领导力”主席安妮·博林（Anne Boring）最近解释说，冒充者综合征也是一个性别问题：“年轻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上冒充者综合征。她们并不总是觉得捍卫自己的利益是正当的。”结果是女性比男性更不敢竞争重要职位，因为她们担心自己无法承担责任，从而陷入了一个困局：女性担任的管理职位或高薪职位越少，下一代女性就越不敢这样做，也将这种习得性无助内化了。1978年，临床心理学家波利娜·罗丝·克兰斯（Pauline Rose Clance）在她的著作《冒充者情结》（Le Complexe d'imposture）中率先提出这一理论。这本书是她观察到周围几位女性完全无法将她们的成功内化后写成的。虽然她们都有辉煌的事业，但她们一直在贬低自己。即使在今天，44.8%的女性工作集中在低收入部门，如公共行政、卫生、教育或社会活动。然而，到2017年，在法国，年龄介于25岁至34岁之间的人群中，有31.3%女性获得了本科学历，而男性只有26.4%。尽管她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比男性高，但大多数女性仍无意识地接受她们在职业上取得成功的机会相对较少这个现实。即使今天的西方社会总体上朝着男女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许多女性取得了成功，但女性往往不像男性那样敢于为工作而战，因为她们担心自己无法胜任。出于同样的原因，她们不会像男性那样经常要求晋升或加薪。因此，冒充者综合征以一种习得性无助的形式在女性身上被加倍放大。

当错误的想法看起来像真的时

我们都容易受信心高峰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没有从这个高峰下来的时候，有时倾向于把简单和错误的想法当作最终的真理。在健康领域涌现的很多新兴思潮都是基于一些初步的、自发的和表面严密的想法。对疫苗接种的利弊等复杂问题采取过于简单化的方法，可能会导致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整体理解达到信心高峰。一部分反儿童疫苗运动是基于接种疫苗会导致儿童自闭症的想法，这一想法是因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观点错误的文章而产生的。201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法国，只有59%的法国人“仍然相信”疫苗。耶鲁大学研究员马修·莫塔（Matthew Motta）对这种通常由非专业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怀疑言论很感兴趣。电影《疫苗黑幕》（Vaxxed）于2018年11月1日至8日全球范围内免费上映之后，莫塔注意到怀疑疫苗的论调变得尤为突出。这部反疫苗接种纪录片试图通过展示儿童在接种疫苗后出现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一系列病例，来揭示新生儿唯一强制接种的麻疹、腮腺炎、风疹（ROR）疫苗的危险性。这里有两个错误：首先，在《疫苗黑幕》中没有证据表明接种疫苗和自闭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次，这部电影没有提到还有大量儿童接种了疫苗但没有出现此类疾病。简而言之，儿童疫苗接种的反对者选择轶事证据“我知道有人……”，而不是科学证据“X%的人患有疾病……”。莫塔发现，大多数反对接种疫苗的积极分子在看到《疫苗黑幕》之后，都确信他们比医生更了解这个问题，这证明了他们的过度自信偏见。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反疫苗的浪潮中，人们注意到疫苗接种率的下降导致麻疹、肺结核或疥疮等被认为已经消失的疾病在儿童中卷土重来[1]。这就是相信过于简单解释的理论的危险所在。

唐纳德·特朗普也一直站在他的信心高峰上，例如，他曾提出一个理论来证明自己从未锻炼过身体。《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报道说：“特朗普在大学时发现许多运动能力很强的同学后来都有健康问题。”从这一观察中，他推断出一个错误的因果关系：人体是由有限的能量组成的，就像电子设备一样，而运动会释放能量。因此他得出结论，为了保持健康，没有必要做运动！

如今，人们想让我们相信每个人都能很快理解一切。在YouTube视频网站上，很多视频承诺在几分钟内教会我们关于任何复杂学科（如政治、科学、生态等）的一切知识。各种主题的“专家”博主每天都在涌现，有时甚至会取得巨大的成功。通过向任何人提供发言权和听众，互联网一直是虚假专家和江湖骗子的最佳媒介。用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的话来说，互联网让那些“以前只在酒吧里说话、喝酒，对社会没有任何危害”的人有了发言权，而现在他们拥有与诺贝尔奖得主同样的发言权。

丰富的信息有时会让我们做出选择，使我们产生了解问题来龙去脉的错觉。2016年6月24日，也就是脱欧公投后的第二天，谷歌上排名第一的搜索是“什么是英国脱欧？”，排名第二的是“什么是欧盟？”。这表明许多英国人在前一天投票时并不真正知道他们在投票支持或反对什么。面对投票结果，他们想了解更多。不仅如此，今天，有许多“脱欧派”后悔他们的投票，要求重新投票。2018年7月，在教育部长贾斯汀·格林宁（Justine Greening）的倡议下，《独立报》（The Independant）发起了一份重新公投的请愿书，短短两天内收集了20多万个民众签名。同年11月，英国民意调查机构组织了一项调查以了解英国人是赞成还是反对退出欧盟，54%的人投了反对票，而2016年6月，54%的英国人投票支持“脱欧”。如今，随着人们对英国脱欧的了解不断加深，一些英国人似乎希望改变他们最初的选择。

简单化陷阱和“伪深度废话”

许多复杂的话题可以被有意地简化为一种虚假的信息，这是所谓的“伪深度废话”运动的一部分。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将废话定义为“为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不关注真相的东西”。与故意操纵真相的谎言不同，它依靠虚假或简化的自发信念，把一切信息都包装在诱人的话语中。伪深度废话是为了获得利益，通常是经济利益。

与健康相关的话题是伪深度废话行业的赚钱法宝。例如，排毒行业夸下海口包装其“减肥计划”和其他“身体排毒疗法”，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比起做出让自己吃得更健康的决定，我们有时宁愿意被喜欢的明星推荐的蔬果汁排毒疗法所诱惑，或者相信昂贵的减肥膳食补充剂，如果我们在两次排毒治疗期间继续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并且不运动，这些膳食补充剂不会奇迹般地帮助我们减肥。

同样地，一些有关个人发展的行业也会做出漂亮的承诺。这些承诺表述得非常好，看起来很有深度，尽管它们往往是毫无意义的。为了展示这些有时难以察觉的空道理，里贾纳大学心理学教授戈登·彭尼库克（Gordon Pennycook）做了以下实验：他在两个网站上随机创造了10个伪深度句子。第一个网站列出了迪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在推特上使用最多的话。乔普拉是一位著名的个人发展书籍作者和替代医学的狂热倡导者。第二个网站被明确地称为“新时代废话生成器”，该网站使用一个深奥引语中重复出现的单词列表，并将列表中的单词随机组合在一起。“潜意识将抽象转化为美”“我们是无限的兄弟姐妹”这些网站生成的句子，然后彭尼库克召集了一群乔普拉的读者和个人发展方法的追随者，给他们读了从乔普拉语录中自动生成的10个句子，并要求他们辨别哪些句子是人为创作的，参与者们分辨不出来。事实上，所有这些句子都很模糊，都可以被赋予任何意义，并按照你的意愿进行解释——这有点像占星术。

即使这些句子毫无意义，相信它们又有什么害处呢？难道我们没有权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点诗意和积极的想法吗？问题不在于句子本身，而在于这种伪深度废话背后的“治疗”方法。当大师们即兴发挥医生的作用时，这些方法与临床医学一样有效。我参加了一位心理学家的演讲会，他讲述了他的一位患者的故事。她是乔普拉及其阿育吠陀疗法的追随者，七年来，这位母亲真的相信它们的有效性，从来没有带她的孩子去看过真正的医生。有一天，她的一个儿子生病了，像往常一样，她给他使用了阿育吠陀式的治疗，但没有成功。事实上这个男孩感染了金黄色葡萄球菌，只能用抗生素治愈。但由于他到医院的时间太晚了，不得不截肢。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我们可以被伪深度废话组成的替代方法所诱惑，只要我们不是真的生病，因为它们实际上可以起到安慰剂[2]的作用。但是在严重的生理或心理疾病的情况下，对这些医学的过度依赖会使我们处于危险之中。

今天，这些方法正在蓬勃发展，就像排毒产业一样，个人发展话题也成了一门大生意。有些书卖到几十万册，构建在诱人的承诺之上：如成就人生、变得富有、找到真爱……如果有人真的一举成功——并将他们的成功归功于这些书，而他们的成功实际主要归功于他们自己——这些人并不在大多数之列。朗达·拜恩（Rhonda Byrne）的国际畅销书《秘密》（Secret）的数百万读者是否成功实现了这种个人发展方法承诺的目标，结果自有分晓。这本书的开篇是这样的：“通过学习这个秘密，你会发现你可以拥有任何你想拥有的东西，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或做出任何你想做的事。”为了实现这一点，朗达·拜恩提出了一个绝对可靠的“科学”方法——吸引力法则。它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如果你想到你梦想的东西（爱情、金钱、成功……），你就能通过你大脑中的电流来吸引它，这将产生一个磁场，并吸引宇宙的正能量。你想不工作就发财吗？没问题，睡觉时请在额头上贴张钞票！

这个理论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然而，在一些护理中心，例如美国JMC心理治疗中心，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是基于吸引力法则的。通过这种方法，治疗师可以治疗严重的创伤，例如性虐待，并声称可以治愈某些精神疾病，如抑郁症或饮食失调，甚至还有成为“吸引力法则大师”的“认证课程”。一位病人最近告诉我，她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演讲者希望通过让参与者在额头上贴一枚1欧元的硬币来向听众证明吸引力法则是正确的。他解释说大脑像磁铁一样会产生神奇的磁场。这种说法很荒谬，如果硬币粘在额头上，那是因为它粘在了皮肤上（如果他试图把硬币粘在腿上、肚子上，效果也是一样的），与大脑磁场无关，否则我们的额头会像磁铁一样被所有冰箱吸引！这种对吸引力法则的痴迷带来一个令人担忧的后果，如今真正的病人会被那些他们认为拥有真正知识的“治疗师”所控制。需要注意的是，后者不一定怀有恶意。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他们的培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知识错觉使他们相信吸引力法则是科学有效的。

***

每个人都受到源源不断的信息的影响。我们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与无知作斗争，不如说是与知识错觉作斗争。从一个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人那里学东西比从一个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的人那里学东西要容易得多。



[1]我们在这里特别谈论的是认为自闭症和疫苗接种之间存在联系的错误观念。我们并不是说没有一种疫苗对健康有负面影响，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只是想表明细微差别是重要的，我们绝不应落入等值错误的陷阱中。

[2]安慰剂通常被认为是无效的，这是错误的观点。安慰剂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有效的，但它仍然不是真正的药物。



9　语境的重要性？

当你引用一个片段时，

别忘了联系上下文。

雅克·普雷韦

Jacques Prévert

法国著名诗人

你可能知道《路加福音》（l'évangile selon Luc）中关于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寓言。

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在路上行走，却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路过这条路，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别人的痛苦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影响到我们，为什么撒玛利亚人原意停下来帮助那个处于危险中的人，作为宗教人物的祭司和利未人路过却视而不见？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他们做善事？

两千年后，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研究人员约翰·M.达利（John M.Darley）和丹尼尔·巴特森（Daniel Batson）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以确定哪些背景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动机和倾向，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他们决定招募神学院的学生来完成实验，没有什么比虔诚的修道士更适合测试福音寓言了！

这两位研究人员让学生们相信他们将参加一项关于教育和宗教职业的研究。他们要求每个人准备一个几分钟的简短演讲，讲述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寓言或者他们进入神学院学习的原因。随后巴特森和达利告诉他们，由于大楼里空间有限，在准备好演讲内容后，他们将前往校园另一侧的翼楼，在那里给一群学生做演讲。此时，一个扮演“受害者”角色的演员正躺在两栋楼之间的院子里，参与者在前往另一侧翼楼时能看到他。

在此之前，神学院的学生们被分成两组。第一组的学生必须在赶往另一侧翼楼之前尽快准备好他们的演讲内容，第二组学生则没有时间限制。实验结果显示，当他们穿过院子时，第一组只有10%的学生停下来帮助受害者，而第二组则有63%的学生去帮助受害者。

时间因素比其他因素更重要。时间似乎比道德带来的压力更大，它阻止了第一组学生对受害者产生同情。达利和巴特森指出，当他们要求第一组学生加快速度别迟到时，有些学生甚至会忽略受害者以便更快地到达演讲地点。也许从这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寓言中，我们可以学到的教训是祭司和利未人也许只是太匆忙了……

可见，环境对我们的决策乃至心理活动（同理心、同情心……）都有很大的影响。天气、时间或我们“内在”的情况（满足、疲劳、愤怒、恐惧……）改变了我们为人处世的方式。如果我们知道有人可以帮助处于危险中的人但没有这样去做时，我们的第一反应不会说：“这个人没有采取行动，可能是因为下雨了。”而是说：“多么糟糕的人。”

当事情与我们自己无关时，我们讲故事的大脑往往会高估他人的责任并低估情境的影响。

但是，我们有时也会做不到我们应该做的事，甚至在试图摆脱责任时做出一些见不得人的行为。如果在高速公路上一辆车突然超车，我们会咆哮：“什么司机，这样开车很危险，真不负责任！”但是，如果我们上班要迟到了并以同样的方式超车，我们往往会想：“没关系，我很着急，仅此一次……”

我们通过别人的行为来判断他人，但我们倾向于根据意图来判断自己，因为我们可以理解自己的意图。

我们对他人的这种判断水准的差异是基本的归因偏见，它是我们所有社交活动的核心，也是前文提到的许多其他偏见的基础。

斯坦福大学教授李·罗斯（Lee Ross）指出这种双重标准的判断方式造成了我们互动方式的失衡：我们善于指出他人的责任（“他没有营救受害者，真是个懦夫”），但当涉及自身时我们强调背景（“那不是我的错，当时在下雨”），我们不断地试图指责对方并推卸我们的责任，并自然地倾向认为一切都应该是别人的错，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错。

默认选择

外部因素往往会影响我们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它似乎为我们做出了默认选择。作为公民，我们经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面对这一问题，而其社会后果有时是巨大的。

两位心理学研究人员埃里克·约翰逊（Eric Johnson）和丹尼尔·G.戈尔茨坦（Daniel G.Goldstein）对器官捐献的情况以及人们是否愿意捐献器官的原因进行了专项研究。不同国家捐赠者比率差异很大：在丹麦只有4.25%的居民是捐赠者，而在瑞典这一比例为85.9%。然而，这两个国家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上都很接近。德国（12%的器官捐赠者）和奥地利（99.98%的器官捐赠者）也是如此，这两个国家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也相当接近。这种差异可以用各国的默认选择来解释。德国人和丹麦人不会自动成为器官捐赠者，如果他们愿意就必须主动在名单上登记。相比之下，瑞典人和奥地利人会被默认为器官捐赠者，如果他们不愿意就必须报告。大多数瑞典人和奥地利人没有报告不愿成为器官捐赠者，而大多数德国人和丹麦人没有申请不会成为器官捐赠者。

双方都表现出同样的惰性，但其对医疗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却截然相反。2018年1月，德国器官捐献者数量降至最低水平，等待移植的德国患者需要依赖其他欧盟国家。然而，我们能把这场危机归咎于德国公民吗？瑞典人和奥地利人更无私吗？答案是“不是”。行政背景，而不是每个公民的个人意愿决定了这些国家的捐赠者比率。

如果你问一个德国人或一个瑞典人他是不是器官捐赠者，他可能会回答说不知道。我们通常意识不到那些已为我们做出的选择，不仅仅是在国家默认选择的背景下。

很多网站在给用户的发送表单中预先勾选某些选项。例如，我们有时发现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旅行取消保险，没有打印机却收到推荐墨盒的简讯，或者在我们免费试用一个月后支付了亚马逊Prime会员的订阅费用。面对不断增多的可疑操作，2014年欧洲通过了一项法律以谴责互联网上的自动预售。在法国，《阿蒙法》[1]（la loi Hamon）强化了管制措施：无视法律继续如此经营的网站将面临重罚，2019年1月22日，法国数据保护机构（法国国家信息自由委员会，CNIL）以滥用用户信任为由，对谷歌处以5000万欧元的罚款。谷歌在没有明确征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使用了用户数据，针对“你同意谷歌使用你的个人数据吗？”，这个问题的选项中，“我同意”一项被事先勾选，此项内容淹没在大量行话且难以辨认的一般使用条款中。

我们没有意识到：默认选择无处不在。

如果我们想知道某人是用手机还是用电脑给我们写信，我们只需要查看他发送给我们的每条消息的首字母。如果他用手机写信，首字母大写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因为大多数智能手机默认为句子的首字母大写。如果他在电脑上写信，首字母更有可能是小写的。即使在日常琐事中，我们也不总是面临自由而有意识的选择。

轻推：当正确的决定在你耳边低语时

默认选择在我们的生活中涌现并不是从互联网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的清洁工阿德·基布姆（Aad Kieboom）和乔斯·范·贝达夫（Jos Van Bedaf）注意到男性在小便时难以瞄准，这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

有一天，他们在其中一个小便池里贴了一张苍蝇贴纸，想知道用户是否会试图瞄准苍蝇，测试效果不错。于是机场的小便器里都贴了苍蝇贴纸。几个月内，史基浦机场的清洁成本下降了80%。可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影响他人的选择（但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可能符合公众的利益。这种方法在英语中被称为“nudge”（轻推），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激励，为了公众的利益，它会温和地影响人们的行为。

涉及道路安全时，有关部门有时使用“轻推”来促使司机们在道路上更负责任地驾驶。在芝加哥，一条风景怡人的峭壁公路上有一个危险的弯道。面对越来越多的事故，市政当局决定在道路上涂上白色的条带，越靠近弯道，条带越密集。这会给司机带来一种速度感，从而驱使他们减速。这种简单的视错觉使该地点的事故率降低了36%。自2018年6月26日起，巴黎14区的一些街道被人们粉刷，3D人行横道，采用的是同样的方法，这给司机带来了一种物理上的障碍感，迫使他们比在传统的人行横道上进一步放慢速度。

其他“轻推”方式也使用默认选择。为了鼓励我们更加环保，超市不再默认提供塑料袋。

在英国，政府修改了器官捐献网站的页面，增加了这样一句话：“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看到这个页面并决定注册。”这一做法利用的就是公众的一致意愿，如果成千上万的人注册，那其他人也想这样做。捐赠者登记率在一年内从2.3%增加到3.2%，即增加了96 000名会员。

在法国，“软激励”正在取得进展：在公共转型部委间理事会（DITP）内成立了一个应用于公共政策的行为科学部门。随后，在里昂，地铁的楼梯被涂上了颜色，以鼓励乘客走楼梯而不是坐自动扶梯，从而可以多做运动。在南特，街头艺术家们绘制了分类垃圾箱，让居民意识到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的必要。

这是一种以较低成本让大家做出更多具有公民意识行为的激励方式。然而应该指出的是，有证据表明当人们意识到或习惯它时，“轻推”的效果会减弱甚至消失。

社会环境的影响

我们的行为显然会受他人的影响，即使这通常是无意识的。对社会信号的过度敏感塑造并制约着我们。为了能够生活在一起，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和欢乐的时刻，为了将我们组织成集体、城市和国家，我们需要意识到别人发出的信号。

我们对音乐或食物的品味，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们儿时的朋友，我们喜欢的颜色，我们支持的足球队，我们所属的政党，以及我们人格上的许多其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哪里出生，在哪里长大，以及我们周围人的社会状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环境。那些我们没有选择并导致我们拥有这样的品位、确定性和信仰的因素。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文化。

社会从众

社会从众是一种集体动力，它有时会促使我们通过模仿而不是出于信念或真正的愿望而采取行动。

我想告诉你们一件关于社会从众心理的个人趣事。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玩游戏。每个班大约有31名学生[2]。我们中有十几个人约好同时看天花板，其他学生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小把戏，他们也模仿我们仰望天花板。其实天花板上什么也没有，但看到每个人（甚至包括老师）都中招真是太有趣了！预先协调的社会信号会影响他人的行为，因为模仿的需要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内心，早在童年时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社会心理学先驱所罗门·阿施（Solomon Asch）在1951年进行了一项实验，试图证明即使在一项简单的感知任务（即对我们面前的事物进行评估）中，集体动力也会影响个人。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召集了一些学生，首先向他们展示了一张标有一个线条的卡片，然后是一张标有三个明显不同长短线条的卡片。

[image: img]

他让学生们从第二张卡片上的三个线条中找出哪一条与第一张卡片上的线条相匹配。这项任务很容易完成（这是有意为之的），每个人都必须轮流在小组成员面前给出答案。除了一个“真正的”被试者，其他学生都暗暗知道这是一个实验。“假”参与者被要求每次给出相同的答案，无论对错。

在阿施让他们进行的18次测试中，“假”参与者被要求有12次给出错误的回答的机会，结果显示“真正的”被试者，几乎在给出错误答案的比例是40%，对于这样一种简单的测试来说，这个错误率很高。为了进行对比，阿施让另一个“参照组”的学生做了同样的测试：答案的正确率是99%。可见，集体压力很容易导致我们在简单的测试中出错。

你们肯定听过这样的批评“人是羊，他们不能独立思考，他们希望别人为他们思考……”一般来说，这样的批评是由一定社会阶层的人提出的，且这种观点在那个阶层非常普遍。因此，这种对从众的批评也不过是一种从众表现罢了，提出批评的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点。

20世纪最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强调了社会从众的重要性。为了确定人们在公认合法的权威面前失去判断力的程度，米尔格拉姆召集了一群男人和女人。在他们前面有一个男人，他坐在椅子上，身体上绑有电极。他是个“演员”，但参与者并不知道。在参与者拿到一个触发电击的遥控器后，米尔格拉姆要求参与者电击“演员”，“演员”假装每次电击都极度疼痛，并且越来越痛苦。米尔格拉姆接着解释说，随着实验的进行，电压也在增加。在大多数情况下，参与者会继续按遥控器，即使伏特数高到足以导致人死亡。

该实验在2010年3月法国2台播出的一档名为《死亡游戏》（Le Jeu de la mort或Zone Xtrême）的电视节目中被再现。这次，参与者被狂热的观众包围，并从每次发送的电击中谋利。在主持人、权威人物和观众的支持下，参与者继续按遥控器，不是因为他们是虐待狂，也不是因为他们不人道，而是因为环境鼓励他们这样做。结果显示，有81%的参与者可能导致他们前面的人死亡。

我们使用米尔格拉姆的例子和他之后的实验，是因为它们相对来说是众所周知的，并显示出对人类行为有令人担忧的影响的背景因素，但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结果在心理学家中颇具争议，服从权威这个观点有些夸张。人们比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所预计的更有可能抵制权威。

最近的研究表明，大部分参与者似乎内心深处都知道这是一个实验，认为面对他们的人并没有真正的死亡危险。

我们可能会被社会从众的无意识意愿所蒙蔽，但在某些情况下，顺从集体的选择是理性的，甚至在进化上是有利的。例如，第4章中提到的传染性压力就是这种情况。压力是一种很容易传播的社会信号，它使我们能够对危险做出反应，即使危险没有直接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我看到一群人在街上奔跑却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对我来说，别人都在逃离危险，我朝同一个方向跑比不跑而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要明智得多。

除了安全方面，社会从众还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比如2012年韩国流行音乐舞蹈《江南Style》（Gangnam Style），或者从未过时的西班牙歌曲《玛卡雷娜》（Macarena）[3]，它们像野火一样在全球蔓延开来。在欧洲、亚洲、美洲，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随着这些节拍跳舞，这有助于加强我们拥有同一个世界的感觉，而这种想法是流行文化起源的基础。一些重大体育赛事也可以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如2018年7月15日法国足球队的胜利为法国的国家凝聚力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世界杯伊始，墨西哥队在对阵德国队的比赛中破门得分，墨西哥地震学家甚至探测到了墨西哥球迷欢呼雀跃引发的人为“地震”。

阿根廷研究人员华金·纳瓦加斯（Joaquin Navajas）对集体智慧的问题很感兴趣，他让一个由5180人组成的集体回答了一系列常识性的问题：埃菲尔铁塔的高度、墨西哥的人口、巴西的面积……实验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他们必须单独回答这些问题。接下来他们被要求五人一组聚在一起讨论几分钟并形成统一的答案。最后，实验人员让他们重新考虑他们最初的回答。五人小组的答案比所有参与者的答案之和更准确。因此，组成决策小组的人数是决定结果准确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数越多，我们的答案就越不准确。但如果我们组成小型智库，其思考将比我们独立思考更加深刻入理。

社会环境影响着我们的决定，尤其是当这种社会压力没有被识别出来的时候。也许你在大城市的旅游区看到过猜球赌博。当你经过一个猜球赌博的摊位时，你会看到摊主在独自玩他的杯子和球。好奇的人经过他的摊位，有时会停下来观看或玩一把。不过，观众中有三四个人实际上是摊主的同伙。他们的工作是创造一种社会从众感，这会让你也想停下来玩。你会花一些时间看这个游戏，看到你周围的人（同伙）很容易赢钱，你会觉得赢钱很容易，你也可以。然后摊主开始诱导你，制造一个虚假的共谋联系。例如，他会以一种不太明显的方式向你示意球的位置，此时，他的一个同伙正在玩，为了刺激你的情绪反应，这个同伙会故意输掉，这会让你产生这样的想法：“他怎么这么愚蠢，很明显球在那个杯子下。”看到你上钩了，摊主会用免费试玩来引诱你并让你赢，然后告诉你，如果下赌注，你就会赢得200欧元，这会让你陷入失调。为了减少失调，你必须下注，但你几乎没有赢的机会：赌局被操纵，摊主有几十种方法让你输。很快你就会发现钱包空了，如果你偶然遇到一个猜球赌博的摊位，看看它——当你解码它的时候会很有趣——但是不要以为你能赢，你肯定会输！

当我们在别人的注视下与他人互动时，我们会感觉到一种无意识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有时会迫使我们不顾常识地采取行动。

集体效应和（不）作为

一位患者曾向我讲述了她白天在巴黎乘坐公交车时遭遇的一次痛苦经历。公交车是半满的，后面的家庭区是空的。她在那里坐了下来。三个男人上前围着她。他们先是取笑她，开两三个低俗的玩笑，然后在众目睽睽下对她进行肢体骚扰。这名年轻女子提高了声调：“别碰我！”其中一个男人抓住她的手提包，冲她大喊：“告诉我袋子里装的是什么？”而另一名男子则公然摸她的大腿说：“你害怕了，是不是？”这位年轻女子吓坏了，在下一站逃走了。当车门关上时，她听到他们在喊：“婊子！”她告诉我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坐公交车而不是地铁，是因为我知道在地铁里，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没人会动一下手指。在公交车上有一位司机，人们离我更近，然而，我所能看到的是所有乘客尴尬的冷漠，尽管他们都目睹了这一情景。”

听到这个故事，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想：“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我就会做一些事情。”也许这是真的。然而，你的实际行动很有可能并不取决于情况的严重性，而是取决于事发现场的人数。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比伯·拉坦纳（Bibb Latane）已经证明，事故或袭击发生时在场的人数与现场目击者的作为或不作为之间存在相关性。在公共场所进行癫痫发作的模拟实验后，他们发现，如果在事发现场只有自己一个人，85%的过路人会帮助受害者。如果现场还有另外一个人，62%的过路人会施救。如果现场有四个人以上，只有31%的过路人会施救。在场人数越多，目击者的行动就越少，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用像独自一人那样需要承担责任，一切都取决于他人。这种机制被称为责任分散。我认为其他人会采取行动，但其他人和我的想法一样，所以最终没有人会采取行动。

巴黎已经开展了交通宣传活动，让每个人都意识到他们的个人责任。2018年3月巴黎大众运输公司在巴黎公交车和地铁上发起了反骚扰海报活动，从那时起会定期发布这样的信息：“如果你是骚扰的受害者或目击者，请发短信至31177或拨打3117。”

团结的纽带

这些集体动力可能会导致懦弱，但也会促使人们团结。事实上，有时一个人的行动就足以产生集体动力。

2015年在黎巴嫩，一场“垃圾危机”持续了几个月，没有人做出回应。有一天，一小群约15名的年轻人带着横幅和标语牌坐在议会门前，表达他们的不满。很快，数百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最终，数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对于一个拥有40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是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独立民众运动之一，而它却是由极少数公民发起的。

正是这种机制导致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规模民众起义。最近发生的一次此类事件是“阿拉伯之春”运动。2010年12月，26岁的突尼斯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亚齐兹（Mohamed Bouazizi）的货物被警察没收，这个警察曾殴打过他。在一次次人生受挫后，这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次打击。他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为了养活他的兄弟姐妹，不得不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辍学。在失业多年并面临突尼斯就业难的情况下，他开始流动售卖水果和蔬菜。他是警察多次骚扰的受害者，因无法支付罚款，于2010年12月17日在西迪·布济德省（Sidi Bouzid）警察局前自焚。

大部分突尼斯人再也无法忍受警察每天的骚扰，而警察则象征着本·阿里总统23年的独裁统治，这种孤立个体的绝望和抗议行为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起义。几天后，成千上万的突尼斯人加入了送葬队伍。几周后，本·阿里总统逃离该国，突尼斯政权垮台。阿拉伯国家的起义随后蔓延到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

在较小的范围内，我们还可以以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为例。2018年10月10日，卡车司机埃里克·杜洛埃（Éric Drouet）在Facebook上发起了一项活动，呼吁人们抗议政府宣布的燃油价格上涨。三天后，普里西拉利亚·卢多斯基（Priscilla Ludosky）在网上发起了一项请愿活动，呼吁降低汽油价格。很快，数以万计的支持者（一个月内有110万人）签了名，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占领环形交叉路口，发出抗议的声音。该运动甚至跨越国界，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和英国），黄马甲已经成为对贫困及购买力下降的抗议和愤怒的象征。



[1]《阿蒙法》，即法国的消费法。——译者注

[2]你可能会觉得31是一个精确的数字，而如果我说“大约30”，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的近似值。然而，这通常是一种偏见，31和30或25一样都是一个粗略的估计。事实上，说“我13分钟后到”并不比说“我10分钟后到”更准确，给人不同印象是因为我们倾向于在近似时更多地使用“四舍五入”的数字。

[3]《Macarena》（玛卡雷娜）是西班牙二重唱，世界上最成功的拉丁音乐（Latin）唱片，全球销量超过了1千万张。——译者注



10　提高思维灵活性的工具箱？

思考，是一种优雅地表达

“改变主意”的方式。

《神秘博士》

Doctor Who

没有什么神奇的方法可以绕过大脑给我们设置的陷阱，也没有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可以让我们不抱有偏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触发偏见的机制来尝试抵消偏见的负面影响。这里有一些实用的建议，告诉我们当大脑欺骗我们时如何做出反应[1]。

超越我们的自动思维

人类的大脑自然地产生自发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心理学家称之为启发式，它使我们能够在一个过于复杂而无法理解其所有细微差别的世界中不断进化。在启发式的基础上叠加二次思维，它就像我们思想之上的思想，通过我们头脑中的一个细小声音表达出来，这就是元认知。在我们认为自己是某些认知偏见的受害者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元认知采取行动。

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况：维克多（Victor）是一个善妒的男人，嫉妒毁掉了他的生活。当他认为女朋友对自己不忠时会产生压力反应。女朋友没有立即接听他的来电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告诉自己她在欺骗他。一个内心的声音对他说：“她肯定是在欺骗你。”这个想法强化了他的最初想法，并促使他越来越频繁地给女朋友打电话。每一个无人接听的电话都将进一步证明女朋友不忠这一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元认知强化了他最初的想法，使情况更加复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我们不能直接控制我们最初的想法，因为它们自动生成的速度太快了，但我们有可能对元认知采取行动。控制元认知的目的是使有害的自动想法失去合理性。一方面，我们不必为最初的想法感到自责或认为这是自身固有的，没有人会主动选择嫉妒、贪婪、小气，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且必须对我们的元认知采取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会识别最初且自动的想法和情绪，然后使最初的想法和元认知之间保持距离。元认知不应再强化最初的想法。假设维克多经历了与嫉妒情况相关的元认知学习，那么当他的电话被女朋友挂断，自动思维由内心一个细小的声音触发时（“她肯定是在欺骗你”），他不会任由元认知说话，而是用另一段内心独白来质疑这个细小的声音：“她可能在地铁里，在朋友家，或者在和她妈妈聊天，她稍后会给我回电话。”这将缓解与嫉妒相关的生理压力和应激反应。维克多降低了最初想法对他的影响，自身情绪得到了稳定，从而能够轻松放下手机，回归工作。通过重复这些元认知控制练习，维克多的思维变得更加灵活，他病态的嫉妒更有可能被治愈。

元认知控制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作临床心理学的治疗工具。我也用这种技术治疗我的病人。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使元认知控制更有效。心理教育与元认知控制非常相似，它让患者清晰地了解大脑中的心理机制。心理教育技术的目的是帮助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更好地了解导致他们恐惧和焦虑的心理机制，从而制订自己的解决方案。我最近接待了一个患有强迫症（DOC）的年轻人。对他来说，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是痛苦的根源。他跟我说，他会注意一些正常人注意不到的东西（例如，一个物体没有完全归位，玻璃上有一点石灰的痕迹……）这在他身上引发了可怕的焦虑，甚至有死亡的冲动。我向我的病人解释说，他有一种完全二元的世界观：对他来说，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是毫无价值的。我建议他在每次感到危机即将来临时，都要记住他的焦虑源于这种二元思维。虽然这种方法本身并不能治愈他的强迫症，但其目的是改善他对引发自身焦虑的想法的处理方式。

如果你患有心理疾病，如强迫症或社交恐惧症，或者有消极的想法或情绪，面对由此产生的元认知，你需要通过以下三个基本问题去质疑它。

- 自动想法基于哪些具体要素？

- 这种想法或情绪是循环和没有结果的吗，它会时不时地把你困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吗？

- 如果朋友与你分享这样的想法，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当你遇到焦虑的情况时，这种质疑会逐渐让你后退，并最终限制有害的自动想法出现。

衡量我们的知识范围

通过推测和简化的运行方式，我们的大脑可能会让我们犯错，尤其是我们通常对大多数学科只有部分信息和非常有限的知识。然而，我们愿意相信我们的信仰和观点是合理的，因为犯错是令人不快的。

为了确定我们对自己有信心，我们将重点放在为什么我们会有某种观点，而不是观点本身。这将使我们更容易根据收到的新信息重新评估我们的观点，而不是依附于有问题的观点。我们还可以对我们的信念和观点——包括我们长期持有的和我们最近获得的——赋予信心指数。我们可以为自己某一学科内掌握的知识多少赋予一个信心指数。信心指数帮助我们通过渐进的思维方式（我知道很多/我知道很少）而不是二元的思维方式（我知道/我不知道）来知晓什么时候该怀疑自己，什么时候可以相信自己。

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在他的著作《魔鬼出没的世界》（The Demon-Haunted World）中，设置了一个功能强大的工具箱，用来评估我们收到的可疑信息的可靠性。我和来自视交叉协会（Chiasma）的同事们一起从这件事中得到了很多灵感，在竞选期间制作了一本建议指南，以应对选举期间的各种能言巧辩。当然，这个指南在选举之外也是有效的。

建议1：警惕人身攻击，即仅根据某人的头衔或地位而对其进行攻击。2017年，在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两轮辩论中，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大肆使用人身攻击：在指责马克龙的竞选方案之前，勒庞攻击他是“体制和精英阶层的特权小孩”“小奥朗德”“野蛮全球化的候选人”等，唐纳德·特朗普也经常使用同样的方法。2016年，特朗普在推特上攻击自己阵营中最严厉的反对者之一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说他走路像一只大笨鸟”（like a big dumb bird）！

建议2：怀疑权威观点。当一个人强调他的级别、职位或职业时，我们仍然将其当作普通人来研究其论点的依据。1970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其第一个任期结束时，承诺将结束备受诟病的越南战争，从而赢得了美国选民的支持，但他没有解释打算如何结束这场战争。他利用自己的总统身份说服美国人投票给他，而美国对越南的轰炸升级与他的竞选承诺背道而驰。

建议3：找出错误类比，即对两件事或两种情况进行类比而提出论点，但这两件事或两种情况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点，所以它们的类比是不合理的。例如，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期间，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宣称：“我不赞成为每家公司制定劳动法，就像我不赞成为每条街道制定公路法一样。”这个类比很吸引人，但不要忘记，公路法和劳动法之间基本上没有太大关系。

建议4：不要感情用事。例如，今天在法国，我们无限开放边境以包容整个世界的苦难，而同时有数百万法国人失业或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个论点的目的是通过激起民众强烈的情绪（通常是恐惧或愤怒）以触发本能反应。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这种反应会导致人们更易相信某些观点。

建议5：选择科学证据而非轶事证据，后者从孤立的事实或例子中得出总体结论。例如：“战争视频游戏应该被禁止，因为有个学生在玩游戏后袭击了他的同学。”这句话没有考虑到所有其他玩过同一游戏而没有攻击同龄人的青少年。此外，这句话也并未解释玩暴力游戏与攻击其他青少年之间的因果联系。

建议6：避免等值错误。例如，一个政客滥用职权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政治权威人物都是“腐败的”。细微差别是存在的。


使用这些工具来应对虚假信息

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在他最近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在过去，一个错误的想法如果无人关注就会走向消亡，而今天，它会像燎原野火一样影响更多的人。”剑桥大学教授锡南·阿拉尔（Sinan Aral）给出了相关数据。2018年，他在《科学杂志》（Science Magazin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报告说，麻省理工大学追踪了12.8万条网络信息，其中一半是假的，一半是真的。在分析这项研究的结果时，他发现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是真实信息的6倍——简单、耸人听闻、令人厌恶和惊讶——这些特点是人们点击虚假新闻的助推剂。

2017年8月，印度班达地区爆发骚乱，起因是一条通过WhatsApp应用程序发出的信息。一名14岁的女孩在谒师所的当地市场被一名警卫袭击。这条消息在两天内迅速传播，导致锡克教社区和印度教社区之间发生暴力冲突。暴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引发暴力的信息是错误的。同样在印度，2017年5月，因WhatsApp上散布的一条绑架儿童的谣言，7名男子在恰尔肯德邦被处以私刑并被殴打致死。两个月前，在社交网络上被误认为在商店行窃的两名男子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面对这种激增的暴力事件，印度政府有时会部分切断互联网（仅影响聊天应用程序），有时会完全切断。2016年1月至2018年5月，印度共断网154次，是全球切断互联网次数最多的国家，远远超过巴基斯坦（19次）、伊拉克（8次）和叙利亚（8次）等国家。

虚假信息像流行病的病毒一样传播。英国研究人员戈登·彭尼库克（Gordon Pennycook）想要从个人层面找到突破口，以尽可能地避免人们被虚假信息影响并在无意中传播虚假信息。他召集了一群没有强烈政治观点的互联网用户，向他们展示了一系列有关政治和社会的文章，其中散布着各种虚假信息。他把参与者分成两组。对于第一组，他除了让参与者确定哪些信息是真实的以外，没有给出其他指示。参与者可以使用电脑，但他没有明确建议他们使用它。对于第二组，他要求参与者在回答之前要退后一步并仔细思考，还告诉他们有一台电脑可以用来检查这些文章的真实性。其目的是让第二组参与者实施一种元认知控制，以防止他们相信自己最初和自动的想法。

结果显示，第二组中有更多的参与者发现了虚假信息。通过实施元认知控制进行分析推理，第二组参与者能够超越直觉，识破虚假信息看起来真实、巧妙的表述。第一组参与者没有政治信仰，却更容易成为虚假信息的受害者。彭尼库克称这一群体为“无党派的懒人”：懒惰又没立场。在一个人人都能轻松快速地获取大量信息的世界里，这种懒惰会导致错误。为了减少被虚假信息伤害的可能，我们必须少一点懒惰，少一点被动，多一点怀疑，愿意通过可靠的渠道对消息来源进行核实。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萨姆·温伯格（Sam Wineburg）和萨拉·麦格鲁（Sarah McGrew）将普通的互联网用户和专业的事实核查人员（fact-checkers）聚集在一起，以证明阅读网页的方式有好有坏。两名研究人员要求所有参与者阅读同一页面，然后问他们认为这些信息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他们观察到，不知情的普通用户倾向于从上到下阅读页面，而不去检查他们所看内容的真实性，而事实核查人员在发现可疑信息时，会系统地打开多个索引页面。在实验结束时，他们发现事实核查人员几乎标出了全部的虚假信息，而普通用户几乎什么都没发现。因此，我们应该始终倾向于横向阅读而不是纵向阅读模式，换句话说，不要在页面前保持被动，而要打开其他页面进行核实。

当Google和Facebook对抗虚假信息时

事实核查工作（fack-checking）漫长且成本高昂，面对大量传播的信息，主流媒体的事实核查人员很快就变成了西西弗斯（Sisyphe），每天把石头推上山，石头在待核查新信息的重压下又滚下来。为了帮助这些事实核查人员工作，Google，WhatsApp，Twitter和Facebook正在开发一种“信任指数”，该指数将以图标的形式显示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该项目被称为信任项目（Trust Project）。这些社交网络是虚假信息的主要传播场所。污染源的载体能否同时提供补救措施？

我们可能会认为社交网络不应因其传播责任受到指责，因为它们只是传播渠道。就像管道公司不对其基础设施中循环的水的质量负责一样，Facebook或Twitter也不能对在其网络上流通的虚假信息负责。但是Google和Facebook通过研究我们的搜索内容，也就是分析我们的个人数据，然后给我们发送与我们的信念和兴趣一致的内容，那么它们就是参与了这些内容的创作，不再是仅仅传递数百万信息的“管道”，而是可以调整每个水龙头流出什么液体的管道。

2018年3月，《卫报》（The Guardian）、《观察家报》（The Observer）和《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披露，互联网数据分析私营企业——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通过一项测试从Facebook用户那里收集了数百万条个人数据，这种测试在Facebook上很常见［例如，你是《哈利·波特》（Harry Potter）中的哪个角色？你在史前时期的名字会是什么？］。这样的问卷不仅从参与者那里收集了数据，还从他们的Facebook好友那里收集了数据。然而，在丑闻爆发之前，Facebook一直主张对其用户采取透明政策，自2011年以来它承诺一旦用户的数据被利用和传播，就会通知他们。英国第4频道播出了一则拍摄于剑桥分析公司总部的报道，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证实，这些做法包括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监视政治对手，以及利用个人数据来操纵舆论。

然而，当公共当局从国家层面制定打击虚假信息的政策时，又往往会限制新闻自由。在法国，马克龙总统表示他打算建立一个监督记者的机构及一个“新闻道德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尚不明确，可能会对新闻自由构成真正的威胁。政府应该发挥作用争取提高Twitter和Facebook的透明度，使更多的个人数据在线可追溯，特别是让每个公民都可以访问他的个人数据，控制使用并能够自由删除这些数据。

与此同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尽可能多地应用信任指数技术对使用的信息修修补补，但这一技术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学习阶段。在心理教育治疗中，我们必须与我们的成年患者一起工作几个月，然后他们才能评估对自己的意见和信念的信心。越早学习批判性思维，这个过程就会越快。研究人员已经开发了学习批判性思维的手册，即在任何信息面前都应该采取理智的态度，仔细检查、记录和验证之后，再确定信息的真实性。从小学到高中，批判性思维课程围绕几个主题组织：如何进行观察和解释；如何确定不同事件或机制的原因和影响；如何评估文本、图像或视频中的信息来源和内容的可靠性；如何就科学或社会问题进行辩论。这种关于发展批判性思维的深入学习是被认知科学家一致推崇的少数几个关键方法之一，能够帮助我们应对虚假信息的挑战。



[1]随着这些研究的进展，Chiasma.co团体网站将定期更新这些实用的建议。



结论　找到现实的共同基础

派别思想一直存在，总是有左派和右派，专制的父母和放任的父母，自由的夫妻和传统的夫妻，勤奋的人和懒散的人，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在数字时代之前，尽管政治或社会立场是对立的，但它们都基于共同的现实基础。我们共享同一个世界，只是我们在如何生活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唐纳德·特朗普在2018年11月的一条推文中说：“严寒都创纪录了。全球变暖了吗？在哪里？”他把气象学和气候混为一谈。这条推文得到了成千上万人的点赞，这些人支持一种“替代现实”——特朗普团队开发的一种矛盾形容法——在这种替代现实中全球变暖是不存在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已被验证的事实和错误的信念平等对待的世界。

我们越是通过社交网络来局限自己，我们的身份就越带有与我们互动的群体的色彩，我们将逐渐被引导拒绝任何不和谐的声音。这种机制导致社会的公社化，并有撕裂社会结构的危险。这就提出了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我们有什么共同之处？”我们的第一个共同点是世界，事件的真实性——全球变暖就像我写字的那张桌子一样真实，人类真的在月球上行走过，地球是圆的。否认这些事实就等于剥夺了我们所有的共同点，这使得任何公民身份都变得不合理，使得世界成为一个不适宜居住的空间。随着社会对话变成一系列独白，意见变得激进，社会两极分化，暴力增加。为了重建民主空间，我们必须维护和发展我们共同的现实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工具是怀疑，一种建设性的、自我导向的怀疑，而不是转向他人的指控性怀疑。

怀疑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必须学会谨慎使用它。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采取细微的怀疑而不是绝对怀疑。为了能够面对世界的复杂性，我们必须在个案的基础上逐步产生怀疑。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曾经说过：“怀疑一切或相信一切，是两种同样方便的解决方案，它们都使我们免于思考。”因此，我鼓励大家培养批判性思维，确定什么时候应当怀疑，什么时候可以相信。

当你在思考、相信、判断时，想想大脑的运作机制。如果你觉得你的身体因为某件事而紧张，请稍作怀疑；如果你觉得一种信仰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以至于你无法忍受它受到质疑，你就会知道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被动机推理蒙蔽了双眼，请稍作怀疑；如果你自发地判断某人，问问自己的判断依据什么，回想一下背景，请稍作怀疑。他人的运作机制和你一样，在你明白是什么促使他采取行动之前，尽量保留你的判断。

知道如何在必要时怀疑自己的想法、情感和直觉，会让我们摘掉有色眼镜，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的所有细微差别和复杂性。通过从我们的确信中后退一步，通过避免我们对他人和情况产生摩尼教[1]的看法，我们为自己提供了一个重新建立联系的机会。让我们每个人都做出努力，共同修补社会结构，恢复对话，再次分享世界。



[1]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在拜火教的理论基础上，吸收了基督教、佛教等教义所创的一个世界性宗教。摩尼教主张善与恶的二元论，认为宇宙间充满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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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Argument d'autorité　权威观点

利用自己的等级、地位或职业来说服听众。

Biais cognitifs　认知偏见

在做出决定或判断时，我们的大脑没有考虑所有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推理，而是采用更省力的方式。认知偏见快速且有用，但也会导致错误的判断。认知偏见的范围越来越广，主要有以下几种。

Biais d'ancrage　锚定偏见

倾向于只使用一条信息来判断给定的情况，通常是获取的第一条信息。

Biais de confirmation　确认偏见

倾向于关注那些能够证实我们先入为主的想法、观点和信念的信息，拒绝那些反对或与之相矛盾的信息。

Biais de notoriété　名气偏见

倾向于认为一个名人的观点比一个不知名专家的观点更有价值。

Biais de représentativité　代表性偏见

倾向于根据有限的几个代表性的因素来判断他人或情况。

Biais de sélection　选择偏见

在研究一个主题时，倾向于选择某些信息，而无视其他相关信息，导致对该主题形成片面的看法。

Biais de stéréotypage négatif　负面刻板印象偏见

倾向于对某一特定类别的人制造和传播其负面刻板印象。

Biais de surconfiance　过度自信偏见

倾向于高估我们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的能力或知识。

Biais du moment présent　当下偏倚

倾向于认为近期的事情比遥远的未来更重要。

Biais fondamental d'attribution　基本归因偏见

倾向于通过他人的行为而非意图来判断他人，反之，倾向于根据自身的意图而非行为来判断自己。

Biais négatif d'interprétation　负面解释偏见

在可以用消极或积极的方式解释的情况下，倾向于选择负面的方式来减少模糊性。

Cécité au choix　选择失明

大脑的运行模式阻碍我们记住所做的选择，如果我们被要求说明选择的原因，我们能够在事后进行辩解。

Confabulation　虚构症

我们的大脑通过编造故事以弥补记忆缺陷，尤其是在神经系统疾病中。

Conformité sociale　社会从众

促使我们采取与一群人（社会阶层、政治团体、家庭圈子等）具有相同行为的态度。

Connaissances a priori　先验知识

我们自身拥有的独立于我们的情感体验的知识。这些可能会对我们如何减少情况的模糊性产生影响。

Contrôle métacognitif　元认知控制

我们可以在元认知上做工作，以疏远和重新评估我们的自动思维或情绪。

Diffusion de la responsabilité　责任分散

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在危机情况下，如果他人在场并且有能力采取行动时，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或不作为承担较少的责任。

Dissonance cognitive　认知失调

当我们怀有与我们的行为相矛盾的想法和观点时，我们会感到精神不适。

Effet de désinformation　虚假信息效应

事后收到的信息会影响我们对某一事件记忆的准确性，有时甚至会造成虚假记忆。

Effet Dunning-Kruger　邓宁-克鲁格效应（也作达克效应）

此效应也被称为过度自信偏见。当我们发现一个新学科而且还获得了初步知识，我们就相信已经掌握了这门学科并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

Erreur de la cause unique　单一原因错误

倾向于认为某一事件只有一个原因，而不是更复杂和多因素的。

Erreur de la fausse équivalence　等值错误

将两个有共同之处但性质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的错误。

Erreur de la preuve anecdotique　轶事证据错误

倾向于将轶事或孤立的信息视为充分的证据，对复杂的问题得出一般性的结论。

Erreur du raisonnement binaire　二元推理错误

世界是复杂的，不是非白即黑，通常是灰色的。二元推理就像一个开关，只有一个“开”和一个“关”，客观推理则像调光器一样工作。

Flexibilité mentale　思维灵活性

随着我们获得新的信息和新的体验，我们的想法和更新信仰的能力也会发生改变。

Heuristique　启发式

在给定的情况下，一些自发的行为或想法尽管是出于推测，但几乎在瞬间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Homéostasie cognitive　认知内稳态

一种我们自发寻求的平衡和心理稳定的状态。

Illusion de profondeur explicative　理解深度错觉

倾向于高估我们对事物乃至世界的理解能力。

Image bistable　双稳态图像

能用两种不同方式解释的模糊图像。也有三稳态或多稳态图像。

Impuissance acquise　习得性无助

当我们处于厌恶或反复失败的境地时所产生的行为，使我们相信自己无法改变且注定要忍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Indice de confiance　信心指数

对我们的观点和想法给予不同程度信任的做法。目的是摆脱我们对事物的二元观点（我知道/我不知道），采取一种渐进的观点，让我们有更多的余地来改变我们的想法，变得更加开放。

Inférence　推理

在推论的基础上进行的智力分析，包括通过几个逻辑步骤在推论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Infox　虚假信息

用来描述虚假新闻和毫无根据的虚假信息的新术语。

Locus de contrôle　控制点

评估我们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我们认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就有了一个内部控制点。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生活只受外部因素支配，并且我们无法控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有了外部控制点。

Métacognitions　元认知

是“元”（超越）和“认知”（思想）的组合。它是一种叠加在我们自动思维上的想法，对应于当我们思考某件事时听到的细小的内心声音。

Nudge　轻推

字面意思是“轻推”。依靠简单杠杆的行为技巧（视错觉、默认选择、社交顺应性……）来鼓励而不是强迫个人采取更文明的行为。

Pensées automatiques　自动想法

产生得太快而无法直接控制的想法。

Permanence des objets　物体永恒

意识到我们外部的物体即使我们不再感知它们时也继续存在于空间中。它是人类和动物共有的能力。

Psychoéducation　心理教育

临床心理学中使用的一种方法，用于解释大脑和心理的功能，以便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行为、思想和情感是如何形成的。

Raisonnement analytique　分析推理

中立地处理我们所掌握的关于某一特定主题的所有信息，而不是预先判断推理将导致什么结论。

Raisonnement motivé　有动机的推理

一种推理方式，即只关注证实我们想法的东西，拒绝质疑它们的东西（参见“确认偏见”），然后巩固我们的想法，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

Réduction de l'ambiguïté　减少模糊性

通常是无意识的和自发的行为，以减少图像或情况的模糊性，从而形成一个严密的世界观。

Rigidité mentale　心理僵化

当我们收到的新信息不符合我们原有的观点时，拒绝改变和更新我们的观点（与“心理灵活性”相反）。

Syndrome de l'imposteur　冒充者综合征

一个人倾向于低估自己的真实能力，认为自己永远达不到某一水平。

Thérapie par l'exposition　暴露疗法

一种将焦虑或恐惧的人暴露在引起其焦虑或恐惧的原因之下，观察他们的情绪、行为和认知反应，并最终帮助他们克服恐惧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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